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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
本书旨在分析我们正在见证的世界秩序转型。美国治下的单极秩序已经终结。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拥有了一个新的秩序。我认为,称之为“多极世界”并不完全正确或恰当。多极是一个源自欧洲外交史的过时概念。我在这本著作里把这一世界新秩序称为“复合世界”(Multiplex World)。
多极的概念指的是由多个大国担当管理国际秩序主要行为体角色的国际体系。当下,这些主要行为体——秩序的缔造者和破坏者——不仅包括国家行为体,而且包括国际机构、公司、社会运动团体和恐怖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相比,当前主要行为体间的关系表现出了更加深入和广泛的相互依存性——不仅是在贸易上而且在金融和生产网络方面的相互依存性,这些行为体还在气候变化、流行病和金融崩溃等跨国挑战面前同具脆弱性。
本书不赞同基辛格在其新书《世界秩序》中提出的建议,即新的世界秩序应当创建在维也纳会议(1814—1815年)的基础上。带来欧洲大国协调的维也纳会议模式并不适合重组今天的世界秩序。它已经不合时宜了。我们不能回到过去、恢复国际关系的旧模式。
本书中展现的复合世界理念指的是由文化和政治上多元但经济上相互依存的多个行为体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面临的复杂的全球威胁不能仅靠大型多边机构来应对,还要靠众多大大小小、公共和私营的机构和网络来共同应对。就像在一个多厅影院一样,今天的世界拥有多个演员、情节、制片人和导演。没有一个大国能在权力的各个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不同,我不认为21世纪的美国将在权力的三个领域——军事、经济和软权力——维持首要地位。在复合世界里,单个国家的霸权主义是不可行的。
复合世界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复合世界给中国提供了确保全球和平与经济福祉的更多参与机会和空间。中国不再受制于美国的单极主导、美国及苏联的两极主导。它可以在世界事务中拥有更多的影响力发出更多的声音,并且提供积极的领导。
第二,复合世界的经济相互依存度很高,中国可以运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来强化和拓展这种相互依存度,这对于维持世界和平与稳定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在复合世界中,中国(特别是在同金砖国家等其他新兴大国的合作关系中)能推动旧国际机制的改革并帮助创建新的机制。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内的全球多边体系正面临危机。这些机制需要变得更加民主。我们看到包括双边、地区和多边安排在内的更碎片化的体系正在出现。一些是平行的机制,比如金砖国家创建的新开发银行,或者中国倡导的多边机构,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机构不需要与现有的多边安排展开竞争。在一个比美国和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旧体系更强有力和更民主的全球治理复合新结构中,中国等新兴大国需要确保它们与历史更长久的全球机制共存并互补。
我希望,这本挑战西方关于世界秩序主导思想的书籍能给中国读者带来启发,就像本书的英文版已经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读者带来了启发那样。当中国民众、学者和决策者寻求创建和维护21世纪全球和平与繁荣的新路径时,我关于复合世界的理念可能成为他们之间讨论和辩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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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 (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 ANC |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
| 澳美新安全条约 | ANZUS | Australia, New Zealand, United States Security Treaty |
| 亚太经合组织 | APEC |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
| 东盟地区论坛 | ARF | ASEAN Regional Forum |
| 东盟 | ASEAN |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
| 亚欧会议 | ASEM | Asia-Europe Meeting |
| 非盟 | AU | African Union |
| 基础四国 | BASIC | BRIC plus South Africa, minus Russia |
| 金砖四国 | BRIC |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
| 金砖国家 | BRICS | 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South Africa |
| 金砖国家加墨西哥 | BRICS AM | BRIC plus South Africa and Mexico |
| 中央条约组织 | CENTO | 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 |
| 灵猫六国 | CIVETS | Colombia, Indonesia, Vietnam, Egypt, Turkey, South Africa |
| 信心和安全建设措施 | CSBMs | Confidence and Security-Building Measures |
| 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 | CSCE | Commiss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
| 非洲安全、稳定、发展与合作会议 | CSSDCA | Conference on Security, Stability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 Africa |
| 七国集团 | G7 | Group of Seven |
| 八国集团 | G8 | Group of Eight |
| 二十国集团 | G20 | Group of Twenty |
|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 GATT |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
| 国内生产总值 | GDP | Gross Domestic Product |
| 国民总收入 | GNI | Gross National Income |
| 东非经济共同体 | EAEC | East Asia Economic Caucus |
| 东亚经济集团 | EAEG | 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 |
| 东亚峰会 | EAS | East Asia Summit |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 ECOWAS |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
| 欧洲经济共同体 | EEC |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
| 欧盟 | EU | European Union |
| 欧盟安全研究所 | EUISS |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
| 东亚-拉美合作论坛 | FEALAC | Forum for East Asia-Latin America Cooperation |
|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 GCC |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
| 霸权稳定论 | HST |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
| 印度-巴西-南非俱乐部 | IBSA | India, Brazil, South Africa |
| 国际刑事法院 | ICC |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
| 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 | ICISS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
|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 IMF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 南方共同市场 | MERCOSUR | Southern Common Market |
| 迷雾四国 | MIST | Mexico, Indonesia, South Korea, Turkey |
|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 NAFTA |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
| 北约 | NATO |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
| 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 | NEPAD | New Partnership for Africa's Development |
| 非政府组织 | NGO |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
|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 NIC |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 |
| 新的国际经济秩序 | NIEO |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
| 美洲国家组织 | OAS |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
| 非洲统一组织 | OAU |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
| 购买力平价 | PPP |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
| 保护的责任 | R2P |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
| 地区贸易协议 | RTAs | Regional Trade Agreement |
| 南亚地区合作联盟 | SAARC | South Asian Association for Regional Cooperation |
|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 SADC | Southern African Development Community |
| 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 SARS |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
| 上海合作组织 | SCO |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
| 东南亚条约组织 | SEATO | Southeast Asian Treaty Organization |
| 英国 | UK | United Kingdom |
| 联合国 | UN | United Nations |
| 联合国安理会 | UNSC |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
| 美国 | US | United States |
| 苏联 | USSR |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
| 世界贸易组织 | WTO |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
| 和平、自由和中立区 | ZOFPAN | 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
第一章 一个复合的世界
专家和决策者们用来描述新兴世界的词汇多种多样,比如“多极”(multipolar)、“多中心”(polycentric)、“无极”(non-polar)、“新极”(neo-polar)、“非极”(apolar)、“后美国”(post-American)、“零集团”(G-zero)和“不属于任何国家的世界”(no one's world)。[1]这些词汇反映出他们对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地位和角色的看法存在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其中一些词汇探讨的是美国的“衰落”,与之有关的激烈争论一直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很多美国人和一些局外人强烈反对“衰落论”。而那些勉强接受该论点的人往往会乐观地指出,美国创建的世界秩序已经被广泛接受且根深蒂固,并合乎法理,它将继续定义21世纪的世界,甚至有可能接纳(co-opt)其潜在的挑战者。他们还警告称,美国创建的世界秩序一旦崩溃,将带来多极对立、地区碎片化以及其他的一些灾难。
本书讨论的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美国的世界秩序”(American World Order,缩写为AWO)的衰落。我将在第二章中简要讨论美国的衰落,它和“美国的世界秩序”的命运并非一码事,尽管两者在公开辩论中经常被混为一谈。不管美国本身是否在衰落,“美国的世界秩序”都正在走向终结。
这里先交代一下“美国的世界秩序”这一术语。我将这一术语和“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2]互换使用,后者反映的是美国在世界政治中影响广泛且尚未终结的霸权。“美国的世界秩序”或许更忠实于呈现“美国的”而非“霸权”的特点,[3]其范围和影响力被认为具有普遍性。而且,我对这一术语的理解部分创建在费正清提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概念之上。在费正清看来,“中国的世界秩序”是以中国为中心、由中国主宰直至被西方强权毁灭的温和霸权(benign hegemony)。[4]这一秩序“围绕着优越感和等级制度创建,不涉及主权、以领土划界的民族国家或均势等概念,相反,这种秩序和统一体是由天子赋予的”。[5]但是,旧的中国秩序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创建的世界秩序之间存在重要差异。“中国的世界秩序”是宗藩体系(suzerain system),因此费正清使用的术语是“世界秩序”而非“国际秩序”。而“美国的世界秩序”是围绕有领土划界的民族国家创建的,虽然它对国家主权的尊重可能有些言过其实。[6]两者尽管存在差异,但也有共同之处,比如“长期存在的优越感和等级意识”(abiding sense of superiority and hierarchy)以及“体系是主要大国创建的特定秩序和统一体”的理念。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世界秩序”这一概念叙述的是一种和平与仁慈——给朝贡国带来贸易和保护方面的益处(中国的皇帝薄来厚往),与之相似,美国创建的世界秩序也高度依赖霸权式仁慈——提供贸易、安全和多边合作等全球公共产品,霸权国付出的代价有可能是贸易上的不平衡,亦有可能是为外国人流血牺牲。[7]而且,正如“中国的世界秩序”不是真正的全球秩序,而是由周边(主要在东亚)的一群国家构成的那样,美国创建的世界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也不是真正的全球秩序。相反,它反映的是以美国为首的一群志同道合的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和世界秩序之间的重合感(sense of conflation)是前者面临的问题之一,本书的第三章将论及此事。但是,无论哪一种秩序都不像其支持者描述的那样仁慈。[8]
我在本书中考察的是“美国的世界秩序”这种构想的终结,目前尚不确定什么可以取而代之。很少有人能否认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将继续在世界事务中扮演核心角色。“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或者“美国的世界秩序”将存续,甚至是以“重构”(reconstituted)的形式存续。这是因为,在对“美国的世界秩序”或“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存续问题展开的辩论中,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可能在“什么可能存续”和“可能以何种形式存续”这样的问题上产生了真正的分歧。有关旧秩序的神话(myth)并不鲜见。“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是否真的以它们被介绍给我们的方式存在呢?如果这种秩序曾经存在,其成员、范畴如何?能够带来何种益处呢?那些关于该秩序的实际意义、发展程度以及带来益处的说法,尽管它们并非毫无根据,却有精挑细选、夸大其词之嫌。对于局外者而言,该秩序的范畴比其支持者描述的更为有限,该秩序的贡献也不像其支持者所说的那样仁慈。第三章中会论及该议题。
这些关于“美国的世界秩序”历史的问题尚未解决,我们在未来讨论该秩序时还会有更进一步的问题提出。如果该秩序在未来能够存续,它会被重构成何种形式呢?目前,关于其重构的性质和程度的观点还不够具体,无法作为可信的参考标准。这项工作并不轻松,需要进行认真反思和辩论。
这就引出了以下问题:若要让“美国的世界秩序”保留其关键特征(最重要的是美国领导或主导的特征),在重构中能作出多少改变?其挑战之处在于,我们对被改变或被重构的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缺乏清晰的图景。要确保这一秩序生存需要作出多少改变和调整?改变太多可能会使其失去关键特征和运作方式,改变太少意味着会降低其在世界政治的新形势下保持活力和有效运作的合法性。与此同时,对“美国的世界秩序”能依照其自身形象和利益塑造多边主义和接纳新兴大国的潜力有些夸大其词。被重构的美国霸权必须作出很大改变,并且适应而非接纳其他的力量和驱动者(包括新兴大国和地区集团)。它必须适应不那么受制于美国的权力和意图的新多边主义。
我所说的“美国的世界秩序”终结不只是“单极时刻”的终结(见第二章),还是美国霸权更长时期的物质和规范力量的终结。不论是从全球还是地区角度上讲,这种界定方式都会让其他方式黯然失色。自由主义霸权的概念一开始就有些虚构(mythical)的成分,不可能定义我们的未来。单个大国主宰全球(在英国和美国治下的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新兴大国”因为“美国的世界秩序”终结就能够以单独或集体的方式填补空缺。确切地说,它们的角色对于界定未来的世界秩序至关重要。但是,如果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理念创建在对“西方阴影”(shadow of the West)的夸张投射基础之上的话,很多对新兴大国角色的讨论就是以所谓“对西方以外世界的炒作”(hype of the rest)为基础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扮演的角色是阻止或扰乱“美国的世界秩序”的存续,而不是主动提供全球治理的替代方式。新兴大国之间缺乏团结、远见和资源,这使它们不可能以替代方式建构全球秩序。因此,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对于全球治理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新兴大国单凭自身既不能代表替代性的或后霸权的全球治理结构,又没有探讨过这种可能性。而且,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说法常常贬低地区力量或将它们视为一种威胁,对新兴大国的炒作宣传忽略的事实是,确保地区的合法性是实现它们全球抱负的一个主要前提。第四章的中心话题是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中所扮演角色的有限性。
支持美国世界秩序的叙述往往会为其衰落造成的影响绘制出一幅过于惊世骇俗的画面。多数美国评论人士认为,美国世界秩序的衰落对任何人都不是件好事。甚至那些不质疑美国已出现衰落迹象并且接受其为事实的人也希望衰落不会给美国和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按照这种观点,“美国的世界秩序”的终结可能导致严重的多极对立,并将世界碎片化为相互竞争的地区集团,就像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欧洲一样。我对这种危言耸听的观点提出质疑。尽管没有人能预测未来,我们却有理由相信,美国世界秩序的衰落对美国自身和世界其他地区可能是有好处的。
自由主义霸权的叙述不仅认为新兴大国可能会被融入美国的世界秩序,而且它们对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其他基础(比如地区主义)持否定态度。很多自由国际主义者通常都对地区秩序持不信任态度。美国对世界各地的地区主义一直是有所选择地支持或者漠不关心。这些担忧可能被夸大了,因为地区和地区主义的性质和角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已经发生了显著改变。正如在第五章中讨论的那样,地区主义与之前相比不再强调极化(less polarizing),也更为开放。地区间主义的存在、非欧洲形式的地区主义兴起以及地区集团必须应对的跨国问题的扩散,这些都推动地区主义变得更为开放、包容和多维(multi-dimensional)。尽管地区主义自身并不足以建构全球秩序,它却是讨论世界政治的未来中不能被忽视的内容,并且在讨论美国世界秩序的未来时也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我们应该如何想象这个去中心的、复杂的和多维的世界?约瑟夫·奈将世界政治的现有结构比作“复杂的三维棋类游戏”。棋盘有三层。顶层代表军事权力,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单极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会保持这种状态。中间层是已经多极化的经济权力。底层由跨国或跨境业务构成,全球社会运动、恐怖分子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很大程度上在政府管控之外运作。[9]在底层,“权力处于混乱的分散状态”。[10]
但是,与棋类竞赛相似,约瑟夫·奈的比喻多是关于权力及其机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比喻并未将他引以为豪的“软实力”概念考虑在内(你在棋模拟赛中会运用“说服”的方法吗?)。如果不使用霸权或极性等语言,将世界秩序形成可视化图像的一个更好的比喻是多厅影院(multiplex cinema)[11]——“一个能容纳多个电影剧场的建筑群”。在同一个多厅影院里,不同剧场内可能放映的是同一部电影,但更多时候,不同剧场内放映的是不同的电影。在一个复合的世界里,不同的导演和演员都在同时上演他们各自的节目。[12]
在多厅影院内,观众可以观看到不同类型的电影。其中一些可能是惊悚片和西部片,就像好莱坞风格的影片那样,以暴力、犯罪、粗犷和英雄主义为主题。还有一些像标准的宝莱坞影片那样,充满激情、悲剧和歌舞等内容。我们还可以看到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制作的功夫片,还有爱国主义宣传影片。还有一些是社会剧,就像越来越受欢迎的韩剧一样。和环球电影公司、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等知名影业公司出品的电影一样,独立电影(“indy” film,译者按:独立电影是指由个人或团体发起制作的成本相对较低的电影,该类电影最大的特点就是不依赖专业商业公司或制片厂,拍摄制作相对比较自由)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多厅影院通常有一个或两个较大的剧场,能放映大片,也能放映各种独立电影。偶尔一些成本较低的电影也可能大受欢迎,吸引更多观众,并搬到更大的剧场。没有一个导演或制片人能够独占观众的关注或忠诚度。确切地说,有的电影特别轰动,而有的电影可能会彻底砸锅。观众有选择权,他们可以观看、欣赏和对比其中部分的或所有的电影。
我们生活的世界正在朝着多厅影院的状态变化,某种程度上已经进入到这种状态。自由主义霸权的美国支持者为我们展现的故事相当于在一个剧场一次看一场电影。继英国之后,美国的“电影”已经放映了一段时间。美国是这部电影(或许类似于约翰·韦恩(John Wayne)出演的西部片)的编剧、制片人和导演,同时还是主要演员。在复合世界中,有着不同情节、制片人、导演和演员的节目和美国的节目同时上演。在复合世界中,秩序的创建和管理更为多样化和去中心化,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其他国家、全球和地区实体以及跨国非国家行为体都会参与其中。后者既包括全球公民社会集团和规范倡导者等好的行为体,又有诸如“基地”组织、毒枭、人口贩卖者以及贪婪的公司等反面形象(尽管公司两种形象都有可能存在)。
在一个复合的世界中,不仅有“大片”(hits),也会有“烂片”(flops),比如一些新兴大国由于中等收入陷阱、国内不稳定或地区冲突的残存等因素而被炒作为正在走向衰落(印度、中国、巴西、南非和俄罗斯均有这些潜在可能)。虽然美国的演出可能会继续主导票房一段时间,但是观众在面临更多选择时可能还是会对其失去兴趣。正如多厅影院会放映不同类型的电影那样,领导力也是多元的,并且会以不同的风格和模式开展。然而,在同一个影院内就意味着它们需要共享一个建筑物,并且处于相互依存的关系。并且,在整个影院入口处的安全检查意味着集体和共同安全机制在发挥作用。
美国的权力是复合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与神秘的利维坦(Leviathan,在《圣经》中是一种象征邪恶的海怪)相比,它更可能是冰川时代体型庞大但生命力脆弱的勐犸象,或者是它的近亲大象。复合的世界将是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复杂性的世界,是一个新旧大国并存、地区治理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去中心化的秩序管理结构。
因此,世界秩序的未来并不在于恢复美国的霸权。它也不倚仗新兴大国单打独斗或与守成大国进行协调来实现。仅靠地区化的安全体系和经济合作亦不能满足创建新的世界秩序的要求。包括受约束但依旧重要的美国权力在内,这些因素都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并塑造未来的世界秩序。在此背景下,第六章考察了在守成大国、新兴大国和地区化秩序网络之间可能存在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或许能更好地定义和塑造复合世界。
多极世界和复合理念之间的差异是双重的。至少在传统意义上,前者主要指的是国际体系中多个大国的存在和它们之间物质能力的分配。这一概念没有界定它们之间关系的质量,由此还引发争论(比如,多极是否比两极更稳定,这一问题将在第二章中讨论)。首先,复合理念强调的不是大国的数量,而是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其次,复合世界比多极世界更加偏离中心,这就给本土和地区研究留下更多空间。在多极世界中,大国集体霸权能超越其他力量,但复合理念限制了这种可能性。复合世界允许观众对他们希望看到的内容有更多的选择权和操控权。在这方面,复合世界更多的是一种双向建构。制片人在编写剧本时,对需求方或者观众口味的变化更加敏感,即使他们也在试图用新的观念和潮流塑造和影响观众的选择(不过是以更加多样的方式提供这些内容)。总之,未来创建世界秩序的力量更加分散化,并且更加依赖观众而非制片人(大国)。
此外,在多厅影院里放映的这些电影是四维度的。三维度概念衡量的是长度、高度和深度。在复合的世界中,这些代指权力、地理范围和领导力,但第四个维度——时间同样非常重要。相比自由主义霸权理念下的单一、专断的视角,这种四维度的视角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我们过去和未来的世界秩序。根据这一视角:
高度代表权力的分配,用硬权力的传统概念定义,这构成了国际等级制度和国家间排序的基础。它是传统意义上的强权世界。我相信传统的权力政治不会从复合世界中消失,但权力配置的改变——包括美国的相对衰落(第二章),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国的崛起——将重塑世界秩序的管理方式。这些新兴大国将足以有能力阻止向美国治下单极状态的回归,但它们却没有强大到可以独立主宰世界的地步(第四章)。
长度代表秩序的程度和扩散,它抓住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地区秩序。冷战时期自由主义秩序的范围不包括苏联、中国和印度等大国(第三章),而冷战时期的两极秩序聚焦的是“中心战略平衡”和欧洲,将第三世界的地区冲突视为允许发生的事情,并且认为第三世界的地区秩序不重要。与两者不同的是,复合概念涵盖全球范围,具有跨地区性,但强调的是地区内和地区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制度(第五章)。
深度指的是秩序的质量、活力和合法性。质量和活力依赖于相互依存、多边机构、规范、软实力和民主合法性等条件。合法性要求包括更广泛的和包容的利益攸关方:国家、跨国市民社会和公司等。领导力超出了物质实力的范畴,依赖于观念和创新等具有企业精神的智力资源。传统的多边主义依赖于美国权力、西方领导力、政府间主义和全球互动水平,它正让位于以更广泛的行为体、议题领域和互动水平为驱动的更具包容性的模式(第三、四、五章)。
为了理解我们所处世界的复杂性,我们需要增加第四维度:时间。这一维度强调的是秩序的短暂性,吸引人们关注它的起点和终点。它还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复制过去的秩序,除非有人发明了地缘政治的时间机器。对冷战后国际秩序的辩论很多都依赖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史学中的假设和教训(第二章)。但是,欧洲历史上多极或单极状态的运作和结果没有给当今世界(多个国家同时崛起,即使它们位于不同的地理位置,也会在常规和持续的基础上互动)的稳定提供明确线索。
因此,不用渴望“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我们应当准备“大胆去走前人未走过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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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单极时刻的兴衰
“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这一术语是在伊拉克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之后不久,由一位媒体专家而非学者最先提出的。[1]1991年初,美国彻底战胜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并将其占领军赶出科威特,之后该术语开始流行。确切地说,作为胜利方联军的领袖,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Geoge H. W. Bush)淡化了美国的主导地位,提出创建以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为特点的世界新秩序。他于1990年9月11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指出世界新秩序将“使世界上所有国家,不论来自东方、西方、南方或北方,都能共同繁荣、和谐共处”。克劳萨默(Krauthammer)公然将单极描述为“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我们已经进入‘美国治下的和平’时期。为什么要否认这一点呢?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身处美国的位置。为何要对此感到不安呢?”[2]
在那之前,多数分析人士最初都预测,冷战结束后,在全球和重要的欧亚地区会出现多极化。美国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预测,欧洲将“回到未来”,重现世界大战前大国对立的场景。他甚至表达了对冷战时期两极体系下稳定状态的怀恋。[3]另一位美国学者阿伦·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预测,亚洲将成为一个多极的“对立时机成熟”(ripe for rivalry)的地区。在他看来,亚洲的未来将类似于欧洲的过去。[4]总的来说,美国专家都庆祝单极时刻的到来,认为这不仅是国际秩序的新阶段,而且是美国乃至全世界都期待的新发展。
在后冷战时代,单极时刻的理念对学术界有关世界秩序的争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克劳萨默等一些美国专家很谨慎,不去想当然地看待单极问题,认为它是一个“时刻”(moment)而非“时代”(era),多极还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才能到来。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等其他专家则断言,单极将持续更长时间。作为“单极稳定论”的主要倡导者,沃尔福思提出,两极格局延续了近45年的时间,单极可能也会这样持久。[5]
还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单极只是一种“幻想”(illusion)。权力制衡或国家联合起来挑战某一霸权国的倾向,既是自然的,又是不可避免的,是国际政治规则的体现。其他大国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6]
最后,单极被证明是相当短暂的。当然,我们缺乏对“单极”概念的清晰界定,因此难以准确评估单极何时可能终结。沃尔福思将单极定义为“在权力的所有潜在要素——经济、军事、科技和地缘政治领域都拥有决定性优势”的状态。[7]这里的关键词是“决定性”。美国可能在一定时间内都会保持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但是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的行动表明,超级军事力量并不会转化为地缘政治影响力,后者是单极稳定的主要要求。确切地说,巴拉克·奥巴马(Barrack Obama)2009年当选美国总统后,其外交政策已经扭转了小布什(Geoge W. Bush)单边主义时代的反美主义趋势。但奥巴马并没有提高美国的国际影响力。[8]对于美国而言,经济领域的形势更不乐观。一些(早期的)预测认为,中国最早会在2016年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9]即使单极时刻是真实存在的,它也比支持者想象或声称的更脆弱或者更不稳定。
单极会如何走向终结呢?克劳萨默提出,单极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并不是来自中国等竞争对手,也不是来自国内自由孤立主义者(liberal isolationists)——他们仍旧困扰于越南战争的记忆,反对为推行美国的价值观而开展海外冒险行动。相反,最严重的挑战将来自旧式孤立主义,信奉这一理念的传统保守主义者相信海外的利益瓜葛和任何类型的冒险行动都不能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但是,克劳萨默的观点并不正确——他之后承认了这一点。[10]主导小布什政府时期外交政策、推动单极时刻走向终结的并不是旧保守主义者,而是新保守主义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是通过推动克劳萨默设想的“美国治下的和平”这一雄心勃勃的议程来实现上述目标的。克劳萨默相信,只要美国领导人在面对敌人时能避免多边主义那种令人麻痹的痛苦,并且遵循坚定的外交政策,单极格局就可能延续下去。然而,小布什政府正是采取了这些政策——单极和单边主义的致命结合——才加快了他所珍视的单极时刻的终结。有人担心,单极面临的真正威胁可能是美国让单极状态持续下去的能力不足或者“做得不够”,[11]这种担忧几乎是没有先见之明的。单极面临的真正威胁不是在单边主义方面做的太少,而是做的太多。
还有一些人认为,单极走向终结的主要原因是其他大国的崛起,单极面临的真正威胁既来自内部,又来自外部。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末期,美国面对的不仅是其相对实力的衰落,而且包括绝对实力的衰落。后者不仅受到其入侵伊拉克行动的影响,而且和其内部的弱点和管理不善相关(将在后面讨论)。
我将这两种视角称作“单极幻想”和“单极稳定”,尽管存在差异,两者也有三点共同之处。第一,它们都同意国际秩序主要是由结构性因素(特别是权力的分配情况)塑造的。[12]因此,理解世界和平与稳定前景的关键是极性(polarity)——权力的分配情况是两极、多极还是单极。但是,结构主义的透镜对于理解世界秩序并不是非常可信的向导,因为它经常忽视国内政治、国际机制和规范力量在塑造世界和平与稳定中扮演的角色。比如,国内政治,特别是全世界的民主化趋势,能极大地影响和平与稳定的因素。国际规范和机制在这一领域也已经变得日益重要。地区机制和规范对欧洲的稳定一直发挥特别关键的作用,对亚洲稳定发挥稍弱但依旧重要的作用。因而,单极时刻的命运不仅取决于其他大国的崛起导致的权力平衡的变化,而且也依赖于这些力量。就像在伊拉克战争之后兴起的反美主义浪潮所表明的那样,单极会招致抵抗,并且在规范的基础上也会遭遇挑战。
第二,结构主义经常会从狭义的角度理解“稳定”的含义。一个著名观点是,国际关系学界最杰出的结构主义理论家之一的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将两极格局(比如冷战时期的国际体系)等同于稳定,将多极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体系)等同于波动和冲突。[13]两极格局减少了两个超级大国间的误会、误解和困惑。“在一个两极世界中,不确定性有所减少,各种盘算也变得更容易。”[14]实际上,两极拓展了“两个(超级)大国关心的地理范围”,进而降低了国际冲突的可能性。而且,“两极世界的压力极大程度上鼓励它们(超级大国)以超出它们本性的方式采取国际行动”。[15]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在两极关系中有“自我管理”的趋势。他总结称,冷战期间两个超级大国处理主要国际危机的意愿和能力,使它们应对国际威胁时的“自我管理”就像“飞机上的自动驾驶仪或者蒸汽机上的调节器”的运作方式一样。
本书中的“稳定”有何含义呢?华尔兹先是用其表示某一局势(situation)及其内部和平的持久性。之后,他改变了观点,将“稳定”仅定义为体系(system)的持久性。然而,两极的终结比华尔兹或其他任何人预料得更快。而且,世界上的多数地方也几乎称不上是和平。包括加迪斯和米尔斯海默在内,华尔兹的追随者都强调两极状态的好处。然而,这个有关“稳定”的观点令人难以信服。加迪斯在其“长和平”的文章中提出,“(两极世界)‘稳定论’最令人信服的论据是,至少到目前为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爆发”。[16]但是,他这一类似华尔兹的观点——将冷战视为“长和平”——仅适用于欧洲或“中心平衡”。超级大国采取了干涉措施或者也是因为这一点,因为地区冲突在第三世界此起彼伏。正如阿约伯(Ayoob)指出的那样,第三世界的本土和地区冲突不仅是“可允许”的,而且超级大国的干涉可能已经充当了必要的“安全阀”,后者在欧洲的环境下是无法获取的。[17]因此,超级大国的对立实际上推动了而非抑制了第三世界冲突的升级,这导致内战的国际化和超级大国间竞争的内在化。
冷战后对单极的辩论将国际体系的和平包括在“稳定”的概念内。而“和平”完全被等同于没有爆发系统的或主要的大国战争这一状态。两种视角都忽略了内部和地区冲突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行动或反恐战争。通过将单极等同于和平,单极稳定的论点是从狭义的角度看待稳定,忽略了那些可怕的困扰巴尔干、非洲大湖区、东帝汶、“9·11”事件之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地区冲突以及反恐战争等问题。国内和本土冲突或反恐战争的连带损失都不被视为和平威胁。“单极稳定”和“单极幻想”这两种视角均信奉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念,相信单极的终结意味着更加严重的全球无序状态。[18]更有趣的是,在自由主义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将和平与美国权力的优势地位相等同的观点。因此,美国的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家(将在下一章中讨论)声称,“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单极的一种形式,只不过通过美国战略克制和美国发起的多边机制实现了合法化)很大程度上是有助于和平的,它的终结将意味着国际体系的不稳定和无序状态。
第三,结构主义对世界秩序的看法经常创建在那些以欧洲为中心的证据基础上。米尔斯海默在“回到未来”中对冷战后欧洲的预测及弗里德伯格(Friedbeg)在“对立时机成熟”(ripe for rivalry)中对亚洲的展望,均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情况为论据。“单极幻想”意指单极状态的稍纵即逝和挑战者的崛起,其论据也来自欧洲,包括17世纪后期法国崛起和18世纪晚期英国崛起之后发生的各种情况。“单极稳定论”的论据是,当前美国领导下的单极与以往权力集中程度最高时的单极——比如1860—1870年时期(英国在欧洲)和1945—1955年时期(冷战)如何不同。沃尔福思期待让我们相信,当前的单极状态比以往都更为现实,因此可持续的和平将更有可能。
尽管对单极时刻的争论都围绕着从西方历史和地缘政治(比如欧洲战争和冷战的“中心战略平衡”)中汲取的教训展开,当今世界正迅速朝着一个没有历史先例的情况发展——地理位置不同的数个国家同时崛起,并定期不断地展开互动。尽管历史上也曾出现大国分布于世界不同地区的情况,但那时大国总是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如今,全球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交通和通讯革命、新的军力投送技术、全球机制和规范的兴起以及跨国行为体(既包括人权倡导团体等积极角色,又包括跨国犯罪集团等黑暗力量),使大国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国际秩序成为可能和必要。因此,这个世界不能用传统的以欧洲中心为极的编纂(the traditional Eurocentric historiography of polarity)来描述。在“非西方世界崛起”等夸张说法的影响下,等到世人认识到这一点时,美国霸权主义传统话语中的一个要素——可被称作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理论或者没有霸主的霸权主义——将卷土重来。
虽然不必为结构主义有关国际秩序的观点辩护,但值得指出的是,大国数量的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国际体系的混乱和无序。华尔兹将两极体系有助于稳定的属性和多极体系的内在危险进行对比。“在多极世界中,谁对于谁是危险的经常是不明晰的;因此,关注并竭尽所能地应对所有会导致失衡变化的动力也会减弱。”[19]米尔斯海默认为,两极体系只有一个是可能引发战争的二分体(dyad),多极体系更富有流动性,拥有很多这样的二分体,因此多极体系让战争变得更有可能发生。[20]
然而,从严格的现实主义视角来看,国际体系中多个大国的存在也有可能抑制冲突。科普兰(Copeland)指出,多极体系下可能不太容易发生战争,因为那些希望发起侵略的国家不能确定其他大国会不会形成抗衡同盟。[21]通过扩大潜在的抗衡同盟的规模和力量,也能抑制侵略活动。举一个当代的例子,作为唯一有潜力从事大规模领土扩张活动的亚洲强国,中国的遏制方不仅包括美国,而且包括日本和印度。在多极情况下,威慑可能更容易,因为更多的国家可以集结在一起,用压倒性的力量对峙一个特别富有侵略性的国家。[22]多伊奇(Deutsch)和辛格(Singer)认为,在多极状态下,“任何国家能赋予其他国家的关注度必然减少”。因此,周边地区冲突升级的潜力有限。[23]在他们看来,多极也有可能“对军备竞赛产生抑制效果”。[24]
多个大国的存在也可能促进更进一步的国际合作。多伊奇和辛格指出,国际体系中拥有多个大国能提高“互动的范围和灵活性”。[25]互动机会的增加给大国的战略设计带来了压力,可能导致交互利益形成。某一大国对敌对战略联盟成员的敌意可能被它对同一联盟其他成员的正面情感平衡。举一个当代的例子,中国对美国的竞争性本可能会被希望与更亲美的巴基斯坦或东南亚国家保持良好关系的意愿平衡。多极也可能推动多元共同利益,[26]带动合作,就如同19世纪初欧洲体系发生的情况一样。
而且,那些对单极时刻展开辩论的人似乎忽略了一点事实——全球和地区的权力分配存在严重脱节。[27]在冷战时期的很多时候,亚洲地区的三极状态达到的却是(全球)两极的状态。不同的地区可能展示不同的权力分配类型。即使在全球层面存在单极时刻或美国霸权,它几乎肯定会和亚洲的多极或两极地区秩序共存。因此,在考虑全球权力配置的情况下,对稳定的预测不一定能捕捉到地区安全秩序的动态。这一问题因在评估亚洲等关键地区极性方面存在难度而变得复杂。亚洲的新兴秩序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三种场景都曾经出现过。[28]尽管中国在正式场合寻求推动全球多极化,批评者指出,亚洲未来的地区权力结构很可能是两极,多极会在全球层面出现。这些不确定性让主要以全球层面权力分配为基础作出有关稳定的预测的理论缺乏说服力。它们也引发各方对地区秩序状态的高度关注。
衰落主义的兴衰
冷战结束后,单极和国际稳定之间的关系成为各方就世界秩序展开辩论的核心问题。在这场辩论中,没有对美国衰落的正式认可。“单极时刻”的说法让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其1987年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关于美国衰落的论点黯然失色。[29]他的“帝国过度扩张”(imperial overstretch)论点被埋葬在柏林墙的废墟中。当时,“新兴大国”的术语尚未出现,这是在高盛公司2001年提出“金砖国家”一词之前。但是,自从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对美国权力和世界秩序的讨论就不再那么关注极性,而是更关注美国霸权主义的命运和未来。这一辩论更多的是关于西方的衰落和其他地区的崛起的问题。
从一开始,关于美国衰落的辩论就有一条警告:专栏作家埃兹拉·克兰(Ezra Kline)写道,有关美国衰落的说法“模煳得令人恼火”。他继续指出:“对美国而言,衰落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在谈论我们相对于其他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还是我们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生活水平?抑或是将我们现有的生活水平与对其应该提高速度的设想相对比?”[30]
最新一轮围绕“美国衰退”的辩论和此前保罗·肯尼迪引发的辩论之间有三点主要不同。第一,后者主要围绕美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过度扩张带来的成本和后果的问题。现在的辩论主要围绕衰退背后可能存在的更多样原因的问题:既有国内因素,又有外部因素,比如减税、经常账目赤字、技术在全球的扩散、治理僵局(gridlock governance)、对美国偿还债务能力的质疑、穆迪给美国信用评级的降级、医疗成本的增加、预测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到2016年超过100%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地位的怀疑等。[31]当然,肯尼迪的帝国扩张论也有回音。被视为美国历史上最昂贵战争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共计6万亿美元,仅伊拉克战争的直接政府支出就高达2万亿美元。[32]
第二,虽然外部力量和外部竞争在两次辩论中都被提及,但在最近一轮辩论中,美国的主要对手不是日本或德国,而是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后者在第一轮辩论时还没有崭露头角。1987年保罗·肯尼迪的书出版时,中国的改革持续时间还不到10年,印度的改革尚未开始。1987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6 786.61亿美元(或者0.6万亿美元)。2012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2.4万亿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1987年,中国的GDP在世界排名第9。今天,它排名第2。
第三,前一轮有关衰退的辩论是在对里根时期经济复苏的乐观中展开的。里根竞选连任时的口号——“美国再度迎来早晨”(it's morning again in America)——很容易就使超级大国走向衰落的理念黯然失色。不出所料的是,那次辩论持续的时间很短暂。它的剩余部分随着1991年美国对萨达姆·侯赛因的胜利和苏联的瓦解而消失殆尽。新辩论开始的背景是,小布什初期对“已完成使命”的乐观情绪迅速让位于伊拉克战争重陷越南战争式泥潭、克林顿时期的财政盈余迅速转变为赤字新高的情况。因此,这次超级大国承受巨大压力的客观指标非常明显。小布什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引发的反美主义浪潮增加了美国软实力的赤字,进一步验证了这种观点。这或许可以解释后一轮辩论为何一直延续至今。
与前一轮类似,新一轮的美国衰退论已经在美国政界和学者中间引发了激烈辩论。辩论主要围绕三个领域,可以将它们归纳为:“狼来了”综合征、“仿生人”论(“bionic man” argument)和“罗马帝国”的比喻。
“狼来了”的辩论一方因为之前听过“衰退说”而对之不予理会,另一方则认为“狼”这次确实已经来了。“仿生人”论的辩论一方称美国的经济和影响力将以足够快的速度恢复,另一方则认为衰退主要是相对的,美国的竞争对手将表现得更好并更快地赶上来。罗马帝国的比喻是由反衰退论阵营(anti-declinist camp)中的主要人物——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约瑟夫·奈指出,美国的衰退,如果发生过的话,将类似于罗马帝国的衰退,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然,明显的反例是,英国超级大国地位的衰落并没有花费那么长的时间,而且在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遇到奥斯曼土耳其这个对手之前,罗马帝国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同为帝国的对手(约瑟夫·奈正确地指出,罗马帝国输给了野蛮人)。美国作为占统治地位但正在走向衰落的霸权国,虽然不像罗马帝国,却与20世纪初的英国相类似,它的确面临一些实力相当的挑战者,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因此,美国的衰落可能不会如罗马帝国那样需要200多年的时间。
在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这位热心的反衰退论者看来,现在对美国衰退的担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或者在20世纪70年代越南战争时也出现过,当时也是经济困难时期。这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只是对“极为焦虑的”(neurotic)超级大国的一种反应。[33]他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美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25%左右。[34]但是,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佩普(Robert Pape)认为,美国已经历了自19世纪中期以来任何一国所经历过的最显著的衰退之一的情况。佩普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称IMF)的数据和2000年的美元不变价格(constant 2000 US dollars)作为测量标准(卡根在分析中运用的是美国农业部数据,以后一种美元不变价格为标准),[35]计算的结果是,美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1%下降到2008年的23.1%,下降了7.7%,下降比例显著;在对应的时期,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从2%增加到7%。[36]英国《金融时报》的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在谈及“狼来了”时表示,“该寓言经常被忽略的一个事实是,那个男孩最终被证明是正确的。狼的确来了——中国就是那匹狼”。[37]
一些反衰退论者提出,真正的衰退并不是发生在美国,而是在欧洲和日本。事实上,美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能得以维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欧和日本的GDP所占比重的下降。因此,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提出:“如今衰落的是这个三边体系,而非美国的权力本身。”[38]但是,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等其他人却质疑这一观点——在过去20年中,美国的经济表现一直胜过其盟友。20世纪90年代末和2002—2008年的高增长时期实际上是两个“高度具有破坏性的泡沫”。并且,由于美国的人口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更高,美国和日本采用不同的方法计算生产率,在过去20年当中,美国和日本的表现并没有“非常大的差异……如果日本已经经济停滞,美国也是如此”。[39]而且,正如库普干(Kupchan)所说的“美国霸权的集体方面”,即使美国经济对比欧洲和日本存在相对成功,这对美国也不可能是慰藉。美国霸权创建在三边体系(如欧洲和日本的参与和支持)的基础之上,它们的困境对美国而言几乎没有好处。[40]
另一种反对美国衰退论的观点认为,即使新兴大国获得相对于美国的财富增长,它也不一定会转化为更多的权力或影响力。卡根以印度为例指出,即使今天的印度经济已经明显改善,但其国际影响力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相比可能有所减弱。[41]当时,印度虽然经济上贫穷,但却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国际声望很高,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从英国统治下寻求独立时具有感召力的非暴力斗争,同时也和尼赫鲁的个人魅力和积极外交有关。但是,印度声望的提高还有一个前提——其他后殖民国家希望印度能胜利并通过其经济发展给其他国家指明道路。印度没能做到这一点,并且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表现更胜一筹,印度的国际影响力因此大幅下降(其他因素也促成了这一结果:1962年印度在同中国的战争中败北、国内不稳定以及因为与苏联集团的关系密切而与西方联盟关系紧张,等等)。卡根认为,印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达到那么富裕的程度,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改革开始后,其政治影响力实际上已经有所恢复,已进入新兴大国之列。如果印度经济继续照此速度发展,其全球影响力很可能会继续改善,它将在21世纪的主导国家(leading nations)中获得一席之位。实际上,印度要实现其全球地位和影响力的提升没有其他路径。
对美国的未来持乐观态度的人认为,其他一些国家财富或军事能力的提升让世界更需要美国发挥领导作用。约瑟夫·奈指出,“印度、日本和其他国家试图平衡中国的权力,它们将更加欢迎美国的存在”。[42]在亚洲就能找到这方面的例子,中国周边的几个国家都在寻求与华盛顿创建更紧密的政治和安全关系。然而,当前的形势要比约瑟夫·奈所展现的复杂得多。对华盛顿的追捧(courting)并不是一个早已注定的结果。它并不取决于中国崛起的本身,而是取决于中国实际的外交政策和安全行为。事实上,多数亚洲国家直到2009年中国放弃其“魅力攻势”、变得强硬时,才寻求平衡中国。与之相一致的是,因受到来自中国的挑战、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等因素的影响,美国也“转向”亚洲。这是亚洲国家对美国的存在(被作为既成事实展现给它们)看似表示欢迎背后的推动因素之一。然而,亚洲人并不希望看到中美竞争的加剧:对他们而言,正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再平衡过多可能和过少一样糟糕”。
确切地说,在评估美国的相对衰落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是印度、中国、巴西、墨西哥及土耳其等新兴大国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都有弱点。这些新兴大国面临的挑战包括“中等收入陷阱”(如同日本和韩国所经历的增长显著放缓的时点)[43]、国内不稳定、人口增速放缓以及卷入地区冲突,等等。相反,美国的国内力量和外部力量依然强劲,比如它的大学、在科技和创新方面的领导力、对移民的开放程度、在全世界的同盟关系以及它对多边主义(我们经常被提醒,多边主义也不过是美国的机制)的承诺。约瑟夫·奈将绝对衰落和相对衰落区分开来,并指出美国经济仍然高效,该国“研发的整体支出世界第一,大学排名世界第一,诺贝尔奖得奖数量世界第一,企业指数世界第一”,美国是世界第七大最富有竞争力的经济体,而中国排名第29位。“这几乎不是绝对经济衰退的图景。”[44]但是,与绝对衰退有关的图景并不总是那么一片大好,比如,收入不平等的增加、基础设施的衰败以及美国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转变为最大的债务国。[45]到2050年,美国的人口数量预计还能增加超过1亿,劳动力数量增长40%,这将使其享有相对于中国(老龄人口增加和劳动力人口下降将同时出现)、俄罗斯和欧洲的人口增速优势。[46]从军费开支水平判断,美国的军事实力还没有受损,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美国的军费开支从2000年相当于北约(NATO)所有非美国成员开支总和的1.7倍提高到2010年的超过2倍,比同时期中国的军费开支高出7倍,201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比中国的高出9倍。[47]但是,中国的军费开支在绝对数量上也在增加,远程核导弹、地区封锁能力等关键的防御能力也在提高。[48]与此同时,受到预算压力和从伊拉克、阿富汗撤军的影响,美国已经在削减国防开支。总之,美国在教育、人口和军事方面的相对实力很重要,它们能证明奥巴马总统在2012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说法——“那些告诉你美国正在衰退或者我们的影响力已经下降的人根本就不知所云”——是公平合理的吗?
如果以相对价值计算,它们就不能证明这一说法的合理性。2000年,美国的GDP是中国GDP的8倍,2010年这一比例为不到3倍。同一时期,尽管美国经济也在不断增长,其占二十国集团(G20)成员GDP总量的比重却下降了19%。[49]到2030年,发展中国家GDP总量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将接近60%。[50]过去10年中,与西方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比例迅速提高。若以购买力平价(PPP)为基础计算,它们所占比例从34%提高到了44%。2009年7月1日公布的国民总收入(GNI)预测显示,该年度,发展中地区占全球经济的比例已经从2000年的18%增加到28%。若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计算,它们所占的比例已从34%提高到44%,中国仍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墨西哥位居全球15个最大的经济体之列。[51]但是,到2060年,中国和印度的GDP占全球GDP总量的比例将分别达到27.8%和18.2%,两者之和将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占比(57.7%)将超过发达国家(42.3%)。[52]当然,西方的预测(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也会对奥巴马的乐观表示质疑。比如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就曾对2030年的全球趋势发布了两份报告。前者是欧盟负责外交、安全和防御政策分析的官方机构(其自称是独立自主的机构)。后者是美国政府的官方分支机构,隶属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欧盟安全研究所的报告题为《全球趋势2030》(《EUISS 2030报告》)[53],提供了对2030年全球权力结构的有趣分类。美国、欧盟、中国、印度和巴西被列为大国;俄罗斯和日本被描述为不确定的大国(“对一些大国具有不确定性”);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墨西哥、德国、英国和法国被列入“崛起中的中等强国”;最后,尼日尔利亚、巴基斯坦、埃及和伊朗被称作不确定的中等强国。2030年世界上五个最大的经济体(以占全球GDP的比例计算)将是中国(23.8%)、美国(17.3%)、欧盟(14.3%)、印度(10.4%)和日本(3.5%)。
《EUISS 2030报告》指出,到2030年,尽管美国将遭遇相对衰落,并且无法维持现有的军事开支水平(目前美国军事开支占其GDP的4.8%),它很有可能仍是主要的军事大国,也将是拥有全球军事部署能力的唯一国家。不过,美国届时很可能将通过更广泛的联盟来投送其军事力量,除非其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遭到了威胁,或者遭到直接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单边行动也是一种选择。到2030年,中国可能不仅是主要的经济大国,而且是拥有最大比例物质权力的国家。从现在开始的20年后,中国很有可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航空航天实力,也可能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军事力量。它现有的长期军事开支计划将使其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和非常占据优势地位的地区角色,但是它很可能无法将权力果断地投送到亚太以外的地区。到2030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均有可能从12亿增加到15亿,两国GDP之和将占全球经济的34%,中国和印度也将分别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和第四大经济体。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2013年12月公布的《全球趋势2030报告》(以下称《NIC 2030报告》)预测,到2030年,亚洲的全球权力(以GDP、人口规模、军事开支和科技投资为基础)将超出北美和欧洲的总和。但是,即使在“最乐观的情况下”,美国经济的相对规模也将从2010年占二十国集团成员GDP总量的约1/3下降到2030年的约1/4。报告预计在2030年之前,以市场汇率计算,美国将维持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但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占世界贸易的比重将从约12%下降到10%,而东亚地区占世界贸易的比重有可能从10%翻一番达到20%。美国衰退最明显的指标是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地位的终结,它将被另一种货币或货币篮子所取代。但是,这不太可能发生。全球经济的健康将更依赖于发展中世界(中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尔利亚、南非和土耳其等)而非西方国家的经济表现。引人注目的是,报告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在2030年前放缓,并认为印度的经济表现将超过中国。
《NIC 2030报告》还预计,美国将“维持世界上唯一最强大国家”的地位,因为“在这一时间框架内,其他大国没有可能在任何合理的情况下具备在各领域的同等权力”。美国仍将被“呼吁”担当在亚洲平衡中国的角色。但是该报告确认了美国的相对衰落:
到2030年,美国很有可能仍将在大国中间维持“同侪之首”(first among equals)的地位,因为它在一系列的权力维度及领导角色的遗产方面都占据优势。比其经济权重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导角色来自其在硬实力和软实力方面的全面优势。然而,随着其他国家的快速崛起,“单极时刻”已经终结,“美国治下的和平”——美国始于1945年在国际政治中的霸权时代——正在快速接近尾声。[54]
亚洲开发银行最近委托开展的另一项研究(《亚洲2050报告》)描绘了两种场景。第一种场景名为“亚洲的世纪”,预测亚洲GDP占全球GDP的比重在2030年将达到39.9%,在2050年达到52.3%。到2050年,中国和印度的GDP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将分别达到20%和16%,相比之下,美国所占比例只有12%。届时,亚洲的GDP总量将达到174万亿美元(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和印度分别为68万亿美元和53万亿美元。同期美国的GDP将仅为38万亿美元。亚洲的人均收入在2030年将达到2万美元,2050年将达到3.73万美元,而2050年世界平均水平将为3.7万美元。这一情形的关键假设是,过去30年中亚洲增长最快的11个经济体将在未来40年里继续增长,而且相当比例(占比40%)的中低增速亚洲国家将朝着更高增速的11个经济体靠拢。
但在第二种情形下,亚洲经济体将在未来20年内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因此复制拉美在过去30年中的发展模式。亚洲国家GDP总量占全球GDP的比重将达到31%,中国占10%,印度占7%,与美国的18%形成对比。亚洲的GDP总量将达65万亿美元,中国、印度和美国的GDP分别为20万亿美元、14万亿美元和38万亿美元。在这一情形下,亚洲整体的人均GDP将为2.06万美元,中国和印度的分别为2.35万美元和1.79万美元,全世界的人均GDP为2.56万美元。美国的人均收入预计为9.49万美元。[55]
然而,关于美国的衰退,尽管相信者和怀疑者有很多分歧,但他们在两个领域却是能达成一致的。首先,不管是从总体而言还是从发展、治理和国际司法等特定领域而言,西方主流分析都不认为美国的衰退可能对国际秩序有好处。整体的共识似乎是,美国主导地位受损会导致国际不稳定情况的恶化。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美国的衰落意味着在组织国际合作和冲突管理方面所需的国际领导力的减退。对于现实主义者来说,美国的衰落可能导致冲突,因为衰落的大国往往会成为投机取巧的敌对大国和联盟攻击的对象,或者它们自身也变得富有攻击性。
甚至那些对单极的持久性持批判态度的人(现实主义的单极幻想视角)也认为,单极的终结将导致国际敌对状态的恶化。并且,就像现实主义者那样,自由主义者也相信,这样的终结将意味着危险、无序和瓦解。美国优势地位下降带来的后果是,“不安全的海上信道、贫困化的贸易伙伴、过高的油价,地区不稳定只是美国衰落更显而易见的风险”。[56]对单极状态表示怀疑的莱恩(Layne)也担心,单极状态不可避免的终结将意味着“大国间竞争的传统模式再次出现”,包括霸权战争的可能性(令人难以置信的是,20世纪90年代初,有人认为日本而非中国可能是美国的挑战者)。[57]伊肯伯里(Ikenberry)预见的是对于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而言,那些是“不太令人满意的选择”——“大国均势秩序、地区性集团或两极对抗”。[58]
其次,与上述内容相关的是,要找到不支持美国维持霸主地位的主流撰稿人很难,尽管一些人并不愿看到小布什时代单极单边主义的回归。一些人可能仍然否认美国的衰落,而另一些人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一点。但几乎每个人都希望实现美国的复兴,并对美国如何能够再现荣光给出若干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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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自由主义霸权的神话
一种看待世界秩序变化的独特观点认为,不管美国是否在衰落,它已经创立的秩序将继续存在,甚至可能接纳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挑战者。这一观点[1]包括三个主要成分。第一,它假设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存在‘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并且其他国家默许和支持这一秩序”(正如在第一章中所提到的那样,我将“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和“美国的世界秩序”互换使用)。第二,该秩序正面临三个主要挑战,即单极的崛起、被侵蚀的国家主权规范和暴力来源的改变,所有这些都导致“权威危机”。第三,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并未终结,因为还没有出现任何其他可替代的选择。相反,“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和经济与安全相互依存的发展正在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创造新的支持者和压力”。[2]
“美国的世界秩序”面临的三大挑战中,第一个挑战已是过去式。该秩序面临的真正挑战并不是单极的崛起,实际上单极已经被快速削弱,而是因大国崛起导致的单极的终结。很独特的是,“美国的世界秩序”呼应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霸权观点。葛兰西在理论上提出,霸权国更多是通过被统治者(至少是精英们)的认同而非胁迫获得拥护的。[3]但是,因为霸权有导致不平等和不公平的趋势,葛兰西派最终对其持批判态度,并且呼吁用其他理念和方法动员公众抵制霸权主义。相比之下,自由主义霸权理论美化了霸权统治,并且为其替代选择绘制了一幅黑暗图景。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世界秩序”也和霸权稳定论(HST)有着密切关系,甚至被视为后者的更新改进版。[4]根据伊莎贝尔·格伦伯格(Isabelle Grunberg)广为人知的说法,霸权稳定论认为“合作以及运行良好的世界经济依赖于某种类型的政治结构,这种政治结构以单个行为体占主导为特色……19世纪的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都有助于实现一个独立和整体和平的世界”。[5]伊肯伯里指出,“19世纪,作为自由贸易和开放航海拥护者的英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都是自由主义霸权的伟大历史案例”。[6]
在霸权稳定论中,霸权国创立的国际经济或安全机构以服务于自身利益为目标,但这些机构的存在也符合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具有利他功能。霸权国通过胁迫或者激励追随者来维持这种机制。[7]霸权国的规则可以设法阻止欺诈情况的发生,并且鼓励他国共同承担维持该体系的成本。但是,正如上文已经提到的那样,与霸权稳定论相比,“美国的世界秩序”淡化处理了胁迫方面。
霸权稳定论来源于并且抓住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历史背景,也就是英美霸权之间的过渡期。它实际上讲述的是关于美国霸权兴起及其后果的故事。霸权稳定论曾招致很多批评,有人称其是美国为自我服务的带有种族优越感的概念,[8]并且在解释其他行为体和力量(比如规范性理念)给世界政治带来的秩序和变化方面存在不足。[9]尽管如此,霸权稳定论已经被证明是经久不衰的。它被用来称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一些经济和安全新机构(比如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联合国(UN))创立中发挥的作用。类似于英国,美国也从自由贸易中受益,同时给较小国家提供激励机制,后者从进入美国市场和获得美国安全伞的保护中受益。
霸权稳定论堪称是对当代国际秩序演化过程的元叙述。元叙述意指“大故事”或“高水平理论”和“视角/思想体系”。[10]它是一种“试图在普遍真理或普遍价值观的基础上,全面综合地叙述不同历史事件、经历和社会文化现象的理论”。按照这一定义,元叙述能“发挥让权力、权威和社会习俗合法化的作用”。[11]正如格伦伯格所言,霸权稳定论的经久不衰与其“全面性”或“简练且同时涵盖广泛”的事实有关。[12]霸权稳定论的经久不衰,以及它与“美国的世界秩序”在概念上的相关性,都证实了将霸权稳定论视为能引起“美国人政治想象”并且“在已经被证实荒谬后还长期萦绕在人们心头”的幻想是正确的。[13]
考虑到两种理论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些对霸权稳定论的批评,特别是针对其简化事实倾向的批评,很可能也适用于“美国的世界秩序”。但是“美国的世界秩序”的可信度面临一个特殊的问题,即与其地理范围有关的问题。什么是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伊肯伯里对此进行了描述:
就其核心而言,它是带有自由主义特点的等级秩序。美国在该秩序的规则和稳定的提供方面扮演主要角色。这是一个创建在美国的权力优势地位和自由主义治理原则基础上的等级体系。美国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但它的权力优势被一系列战后的规则、机制和互惠的政治进程削弱和调和——获得共享的战略利益和政治交易的支持。更弱小的国家和中等国家能够以制度化的方式接触美国的权力。美国提供公共产品并且在多边规则和松散的机构体系内运作。美国霸权和自由国际秩序是融合的——事实上它们是相互依赖的关系。[14]
这一定义谨慎地避免明确提及该秩序的地理范围或成员关系(也称“利益攸关方关系”)。如上所述,在界定其范畴时,伊肯伯里在《自由主义利维坦》一书中对该秩序的说法有很多种:“自由主义霸权秩序”(xi,224);“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xii);“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224);“自由世界、美国体系、西方、大西洋世界、民主治下的和平、美国治下的和平、费城体系”(35)。尽管很难判断究竟哪个术语更合适,但我们可以找到其最宽泛的意义。“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也许合适。
在任何情况下,每个术语都存在一些问题,并且名称之间还相互冲突。比如,“大西洋世界”可能是界定自由主义秩序最为精确的方式,但是它也太过狭隘,至少从地理角度来说是如此。如果使用这一术语,那么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怎么办呢?如果使用“民主治下的和平”,那么民主化之前的韩国甚至今天的新加坡怎么办呢?确切地说,这些国家是被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安全的力量拉进自由主义秩序的。尽管它们并不具备该秩序最基本的价值观——真正民主的政治体系,我们能不能因为它们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它们对美国市场和美国安全保护伞的依赖而将它们视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成员呢?
“自由世界”的概念也好不到哪儿去。该术语源于西方冷战时期的宣传,被抹上了意识形态色彩,但它出现在有关过去或未来世界秩序的正规学术和讨论中,这的确令人惊讶。如果它在冷战期间被狭隘地适用于“西方”,那还讲得通,但如果超出这一范畴就不行了。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随处可见真正的表达自由,没有美国式的麦卡锡主义,它曾经是“自由世界”的一部分吗?多数印度人,当然也包括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都会因被贴上这一标签感到难为情。那么“西方”这一术语如何呢?尽管不像“自由世界”那么过时,它的范围有限(比如近乎荒唐地将日本包括在其范畴内)、更易引发争议并且同样存在意识形态特性。与“自由世界”、“西方”或“大西洋世界”相比,“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似乎更恰当。但它在地理范围、意识形态偏见和可信度方面也存在很多问题。我将自由主义霸权(也就是“美国的世界秩序”)的神话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个与神话相关的问题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在历史上的多数时期(特别是在冷战期间)实际扩展到何种程度。答案很明显:整个世界只有一小部分受到这一概念的影响。苏联集团、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第三世界”的很大一部分都在该秩序之外。虽然人们对该秩序的权力、合法性和公共产品功能有很多溢美之词,但这一秩序和美国—英国—西欧—澳大利亚的布局差不多。
让我们考虑下在冷战的大多数时间都不是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一部分的三个国家。1960年,苏联生产的商品(包括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占全世界总量的12.5%,低于美国(25.9%)和欧洲经济共同体(EEC,26%)所占比例的一半。到1970年,这些数字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15]1969年,苏联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31%(最高点),而其陆地面积占全世界的1/6,仅可耕地面积就相当于美国和加拿大领土面积的总和。中国和印度在冷战期间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较小,但是在1964年仅代表世界经济总量3.1%(最高点)的印度恰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并且那时印度选择成为苏联的同盟。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也曾担任印度总理)在执政期间,他们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批评者。在后殖民国家召开的首次会议上,亚洲最大的和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拒绝了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关键要素,包括当时的主要的一个要素,即被称作“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的联盟。后殖民国家中另一个有影响力的成员埃及也和这些国家一起拒绝了巴格达条约。
因此,“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可以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冷战结束时期的一种国际秩序,但不是世界秩序。至少可以说,它与整个冷战秩序并存。而冷战秩序不仅包括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而且颠覆其宗旨,经常推动美国牺牲自由主义规范,比如同盟中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和民主问题,并且为了超级大国地缘政治的利益削弱联合国的和平安全作用。
苏联和苏联集团的瓦解、东欧国家向西方的民主化转型和经济重构(reorientation)以及中国、印度和越南的经济改革,或许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拓展了自由主义秩序的范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秩序未被质疑或者无可质疑。很多社会和国家,不论是在伊斯兰世界还是在小布什时期,都曾经挑战这一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并质疑它能带来的好处。而且,该秩序的历史范围在开始和扩张阶段很有限,这就意味着一些新加入者会缺乏归属感。它们在这些政策创立时期的缺席可能会影响未来它们与该秩序的密切程度。比如,印度和中国没有参与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最初的建构,这一事实就与之相关。公元后最初的1500年中,印度和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60%。[16]到2050年,它们有望占世界产出的约40%。
上述观点引出了关于“美国的世界秩序”(AWO)和自由主义霸权论题的第二个神话。与之相关的说法是“英国和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是各方在关键领域达成一致认可(consent)的情况下创建的”。[17]但在现实中,胁迫和争论一直是问题的关键,除非有人能将英国的殖民主义也视为一致认可的一种形式。从殖民时期到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秩序一直是通过胁迫手段(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强加给别国的。事实上,即使是在西方世界内部,围绕该秩序关键方面的争论也已经发生:比如,欧洲人抗议反恐战争和美国入侵伊拉克。这些对英国或美国霸权的挑战并不总是随处可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
因此,对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挑战以及有关的争论并不是因为“单极的兴起、国家主权规范遭侵蚀以及暴力来源的改变”而形成的。[18]它们一直存在。而且,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权威危机”[19]不是“基地”组织和小布什政府“狭隘霸权”[20]的结果。情况并不是直到当时才由好转坏的。事实是,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一直被质疑。这些挑战不只是以霸权主义或者威斯特伐利亚主权规范的侵蚀为基础,[21]因为有关的挑战还包括经济不平等和不公平、地缘政治扩张和干涉、滥用国际机构以服务于霸权国的狭隘目的等方面。
与以上内容联系密切的是关于“美国的世界秩序”的第三个神话,一种关于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具有仁慈属性的说法。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2010年9月在美国外交关系协会“新美国时刻”的演讲中提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曾经修建了横贯大陆铁路、工厂流水线和摩天大楼的国家将注意力转移到全球合作支柱的建构上。很多人担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从未来临。数百万人民摆脱了贫穷,并首次行使人权。这些是美国两党领导人多年来创建的全球体系结构所带来的好处。[22]
“美国的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好处值得认可。伊肯伯里指出,该秩序提供的公共产品包括“保障安全、维持经济开放和稳定以及支持形成该秩序的规则和机制”,[23]尽管他承认这些好处有时并不适用于美国与发展中世界的关系。就连那些高度怀疑美国的头号地位能否持续到未来的美国分析人士也承认,美国过去在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改变欧洲、创建稳定的全球贸易和金融机制方面扮演了一定角色——在与苏联集团的记录进行对比时,这些好处特别明显。[24]然而,自由主义霸权的拥护者对其积极方面满是溢美之词,但对其消极方面却很少发声。除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或者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之外,还有很多人承认“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对很多秩序之外的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并非那么有益。至少,它展现的是一幅复杂的图景。在冷战的推动下,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特征包括:对非殖民化的漠视甚至反对(比如艾森豪威尔威尔政府试图破坏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国家会议),[25]对独裁统治的支持(伊朗、巴基斯坦、韩国及印度尼西亚等),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干预(比如伊朗、越南、古巴及尼加拉瓜等),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国际多边主义的选择性支持和敌视(包括在亚洲更偏好双边主义而非多边主义,对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明显敌意)。在阻止和管理第三世界的冲突时,它也没有发挥主要作用。自由主义秩序的历史包袱影响了其合法性。该秩序在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曾遭遇“危机”,而在此之前,其不足之处就已使之遭到抵制。
与“美国的世界秩序”的第四个神话相关的主张是,美国在世界秩序的建构中扮演仁慈的角色。这可能有些夸张。与此同时,其他行为体对全球和平与秩序的贡献可能被低估了。就连有关全球和地区秩序的自由主义理念和规范也并不都是“美国制造”,而是有很多国家参与,并因此带有差异和变化。正如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所指出的那样,“其他社会在1945年之后自由主义秩序的创建和维持中扮演不为人觉察的角色……美国的自由主义变量经常不能代表国际自由规范的范围”。而且,他指出,美国对1945年后自由主义规范的解读“经常是独特的和富有争议的”。[26]西欧人(不包括昔日的霸权国英国)认识到了主权和民族主义的局限性,成立了战后首个超国家行为体。事实上,“多元化自由世界秩序”的理念比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一元论的观点更加真实和站得住脚。[27]自由主义规范可能有其他的来源和解读方式,这一观点很重要,因为它给包括新兴大国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在使用和发展这些规范方面更多的空间和主人翁意识。但是,这些规范很可能要经过适应或“本土化”,才能符合世界政治中规范扩散的一般模式。[28]
发展中国家也已经为全球规范和治理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世纪和20世纪初,拉美国家在发展和运用不干涉原则的强有力的法律形式方面(特别是针对美国的门罗主义)所扮演的角色,应当被视为对全球主权机制和全球秩序建设的早期构建作出的重要贡献。[29]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拉美国家在全球人权规范的形成过程中发挥带头作用,特别是它们在1945年于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上的参与活动,以及在1948年4月就通过了早期地区机制——《美洲人权和义务宣言》,比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的时间早了约10个月。[30]在最近的研究中,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论证了非西方国家——拉美和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和印度——在“塑造和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战后全球经济机构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它们在增加和强化这些机构的发展和作用方面尤为重要。正如他所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磋商……绝不仅是英美之间的事情。它是在更广阔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其中包括‘南方—北方’之间范围相当广泛的对话,这实际上是塑造全球金融秩序的该种类型的首次对话”。[31]
与这些全球层面的努力相平行甚至被超越的是地区在和平与发展方面的努力,后者发生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这些努力有助于国际规范(比如反殖民主义、民族自决和反对超级大国对立的不干涉原则等)实现本土化和获得强化。[32]部分因为本土的贡献,自由主义秩序的关键要素,包括资本主义、民主和多边主义等,都已被打上地区差异的明显标记。一个例子是东亚相对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这肯定不是美国人的发明,和美国自由放任的形式或许能形成对比。在东亚,政府承认“市场的局限性”,并且寻求用政策纠正市场失灵,这些政策能推动特定行业的发展、引导外国投资并且调节金融市场。[33]如果要说这些本土变化都是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化进程的一部分,恐怕过于狂妄并且言过其实。
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历史的终结》[34]一书中称,资本主义和民主已经最终并且决定性地战胜了所有竞争的观念。韦伯和詹特森(Weber and Jentleson)在他们的新书中对这一观点提出正面挑战,认为“世界政治中最大和最基本的问题现在有待讨论”。[35]有人也许会补充说,不仅有待讨论,而且还有待采取美国“开出的药方”之外更加多样化的方法。比如,可以考虑一下巴基斯坦经济学家马哈布巴·乌尔·哈奇(Mahabub-ul Haq)提出的有关人类发展和人类安全的观点,它们批判了美国推广的经济自由主义(以及主要用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判断发展的倾向)和国家安全范式。孟加拉国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ohammed Yunus)提出的小额贷款乡村银行模式不符合传统银行实践,并且明确拒绝了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下最强大的工具之一——世界银行的援助。
在国际关系的文献中,围绕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三个主要支柱——相互依存、机构和民主的效果一直有很多争论。我非常同情这样的观点,这三种力量对和平的实现有着非常积极的效果。[36]但同等重要的是应当承认自由主义规范与和平机制的局限性。这就引出了我对自由主义霸权理论局限性的第五个主要观点。比如,相互依存未能阻止20世纪初的冲突,并且在当下推动了冲突的升级。曼斯菲尔德和斯奈德(Mansfield and Snyder)发现,[37]在一些情况下,民主化至少在短期内会增加国内不稳定和国家间冲突的风险,就像在前南斯拉夫和印度尼西亚发生的事情那样。而且,就像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案例所展示的那样,自由主义霸权受到它们狭隘战略目标的影响,在推进民主方面采取有选择的追随和滥用权力的方式,这可能引发冲突。在大国和弱小国家联盟的操纵下,多边机构也容易被滥用。多边机构被操控的例子有很多,比如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为了满足它们狭隘的战略目标,借助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使用武力。2011年国际上干涉利比亚事件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三种力量之外,还有一些有助于实现和平的因素,关注这些因素也很重要。核武器是其中之一。核威慑能引起战略谨慎和克制,并有助于拥有核武器的国家采用防御型安全战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核武器或许是自由主义力量宣称的和平背后的主导因素。[38]文化规范和身份也塑造全球与地区和平。尽管文化和身份也可能会引起冲突,人们可以发现在文化因素和武器控制、冲突管理之间的正相关性。[39]这一记录挑战了创建在自由主义政治学和制度基础上的单一的普适理念。
总之,在研究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过往历史时,很清楚的是,“美国的世界秩序”对和平的贡献被夸大了,该秩序的阴暗面、它遭遇抵制的程度以及美国之外行为体的作用都可能被低估了。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转到该秩序未来的问题上来。这里,有两个问题特别重要:它是否能够接纳中国和其他新兴力量?它是否能够继续主导和塑造多边主义的未来?新兴大国的问题将在下一章中详细讨论,这里我简单谈谈中国的案例和多边主义的未来。
接纳中国
中国对第一个问题构成重要考验。伊肯伯里指出,“中国既有动力又有机会加入(美国的世界)该秩序,但与此同时,中国推翻或颠覆该秩序的可能性却很小或根本不存在”。[40]中国在目前的秩序中有主要的利害关系,这并不是新观点。正如江忆恩(Iain Johnston)所指出的那样,当今的中国已深入参与到全球和地区多边结构中。实际上,所有的新兴大国,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都有类似的取向,但是它们之间也存在重要差异。三个主要的亚洲强国[41]中,就冷战期间盛行的世界秩序而言,中国有修正主义倾向,日本是最墨守成规的,印度的立场一直是有些中立的:印度的立场最好被描述为适应型(adaptive)的而非修正主义或墨守成规型的。[42]印度接受类似联合国体系的多边主义,但不接受在亚洲或中东出现类似北约的“小多边主义”(minilateralism)。新兴大国间的类似的差异很可能会持续,这将创造比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扩散的情形更具多样性的未来世界秩序。
但是,中国(和印度)会在多大程度上认同现有的秩序呢?有种说法是“中国将继续积极寻求融入被拓展和重组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43]由此引发的问题是,该秩序的拓展和重组实际意味着什么?需要什么?在不对人权、干涉和国内治理的规范和规则作出实质改变的情况下,中国会简单接受现有的秩序吗?美国会接受中国试图进行的改变吗?此前经历的从英国到美国的权力变迁是在西方价值观和机制框架内发生的。即使中国未来不能成为世界头号大国,其崛起也仍旧能够激发合法化和出口自身价值观和机制的愿望和需要。中国领导人已经根据其历史和文化背景为国内和国际治理提出理念和机制方面的建议,并且依据其自身的历史试图想象未来的世界秩序。
康灿雄(David Kang)概述了历史上东亚秩序可能包括的要素。在东亚秩序中,强大和繁荣的中国不仅是邻国贸易的磁石,而且是后者经济繁荣的关键因素。他指出,“历史上……当中国强大和稳定时,秩序就被保留下来。东亚地区关系在历史上一直是按等级划分的,比西方的地区关系更加和平与稳定”。[44]通过认可和保护弱邻的体系,中国过去是地区稳定的来源。[45]康灿雄没有断言传统的朝贡体系可能会在21世纪的亚洲复兴,[46]但是他提出在中国周边有可能形成“等级”(hierarchical)体系,该体系能够给有潜力成为世界上大国对立最关键的竞技场之一的亚洲带来稳定。
中国的领导人和分析人士明确将传统政治理念和国家间体系作为解释和整理中国国际关系路径的基础。[47]他们提到“天下”体系,[48]这是一种让各国实现“和而不同”的世界秩序可以追溯到周王朝。[49]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在主动提出与西方合作的同时,也含蓄地呼吁西方不要干涉其政治体系。这并不预示着中国被拉拢进入了自由主义体系。在借鉴古典思想和传统的基础上,阎学通等中国学者“为新的国际规范提出新的价值观”,比如,“王道”的概念强调正义和仁慈,这超出了墨守成规的西方平等和民主的概念。阎学通认为,这些中国的价值观并不总是和西方的自由主义规范(比如公平和正义)构成竞争关系,它们可能也会对后者构成补充,而且中国的价值观“可能超越美国的霸权主义价值观”。[50]尽管这些在西方人看来似乎有些宣传意味,其他的内容却很符合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社会连带主义(solidarist)观念,而且此番话应被当作一种警示信号——尽管中国可能接受当前的国际经济结构并从中受益,它却不可能在安排其自身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关系时遵从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政治学原理和原则。
我不相信新兴大国——不管是集体的力量还是中国本身——会替代美国并像英国或美国那样占据全球性霸权的位置。新兴大国扮演全球领导角色的局限性将在下一章中讨论。中国不可能在亚洲地区居于主导地位,在军力的投送能力、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或者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吸引力方面,中国作为全球性大国都存在严重不足。它和邻国——日本、印度、越南或菲律宾之间的各种冲突将阻止它成为地区性或全球性霸权国。但是,不能正面挑战美国霸权并不意味着要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和领导。中国肯定能有助于阻止美国继续维持自由主义霸权。
其他新兴大国如何呢?它们被吸纳进入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并且不使该秩序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可能性是很渺茫的。这一观察不仅适用于俄罗斯,也适用于印度、巴西等其他新兴民主大国。巴西学者马库斯·托里尼奥(Marcus Tourinho)指出,有观点认为弱小国家接受战后美国霸权是“为了享受‘开放的’、人性化(user-friendly)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好处”,但巴西案例驳斥了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尽管巴西大体上欢迎被伊肯伯里称为‘自由主义’(机制、法治等)的当代国际秩序,该国同时自始至终地拒绝和抵制与之相随的霸权主义做法”。[51]
一些人提出,新兴大国赞同当下自由主义秩序的核心要素,比如合作安全、国际机制、共享主权和民主共同体,但是“反对国际制度中各种显性的和隐性的等级制度以及大国在国际商议中享有的很多特权”。[52]在这一观点中,除了难以辨别这些要素中哪些为自由主义所特有而非普遍原则外,有关新兴大国对共享主权和民主共同体的支持也可能有言过其实的成分,特别是如果民主共同体隐含着自由主义秩序的支持者在奥巴马政府的默许下提出的“民主联盟”或“民主同盟”的含义时,这一观点被夸大的可能性更大。[53]而且,如何去创建这样的联盟呢?扩大北约是最不可能实现的路径,这将引发很多争议,并且肯定会遭到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民主国家的拒绝,就像它们1954年拒绝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那样。创建非正式网络更加合乎情理,但是给它贴上“联盟”或“同盟”的标签同样会在这些国家中引发争议。成员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相似度和对安全的共同看法并不足以使这样一个联盟切实可行。没有一个新兴大国同意美国促进民主的方法。就巴西而言,这些分歧在2002年表现得很明显,当时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在一次政变中被罢黜,巴西支持查韦斯复职,但美国却立刻承认了政变后成立的新政府。
而且,创建联盟也可能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危险结果。中国肯定会将其视为遏制战略的一部分,特别是当下美国正在从军事上重返亚洲。同盟或民主国家和重返战略(依靠美国在亚洲的盟国和伙伴国形成的网络)会因此重叠在一起,这增加了中国的疑虑。很难看出这如何能是亚洲及世界和平、安全的积极力量。相反,它可能加剧中国的不安全感,使其变得武断。
库普干称:“认为一个国家的政体是其地缘政治结盟的重要决定因素,这是一种虚幻的看法,民主国家并不会理所当然地相互结盟。”[54]在此背景下,2006年就被提出的、民主国家亚洲地区同盟的理念面临的问题值得关注。该同盟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这四个民主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存在较大差异。印度的经济发展水平显然低于其他三个国家。在它们之间要形成对世界秩序的共同看法并非易事。尽管印度不再为不结盟运动斗争,它却对与西方大国的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联盟保持警惕。与澳大利亚和日本不同的是,印度拒绝加入布什政府在美国入侵伊拉克时组建的“意愿联盟”(the Coalition of the Willing)。印度一直反对美国孤立伊朗的政策,虽然它也并不支持伊朗的核野心。
仅仅因为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大国已经从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中受益就认为它们会遵守该秩序的规范和机制,这是一种谬见。它们或许不会寻求推翻该秩序,但是会推动可能显著改变其规则和机制的变革。库普干不相信新兴大国会追随西方走上现代性(modernity)的道路。西方的资本主义、宪政和民主都是在独特环境下产生的,比如封建主义的瓦解、城镇化和挑战教会、僧侣和贵族统治地位的商业阶级的兴起。库普干认为:“今天的新兴大国各自遵循创建在自身政治状况、人口状况、地形情况和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上的独特的现代性道路。相应地,它们形成的是有别于西方的现代性版本。”这些将和文化因素一起推动新兴国家“追随自己的发展道路,形成关于国内治理和如何最好地安排21世纪国际体系的观点”。[55]
美国霸权和多边主义的未来
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信仰者(这里也包括奥巴马政府)试图区分权力和领导力。对他们而言,借助国际组织开展多边合作是确保自由主义秩序的持续合法性和美国在全球事务中超群作用的关键手段。正如希拉里·克林顿2009年在确认她为国务卿的听证会上所言:
让我清楚地阐明这一点:美国能够、必须而且将在这个新世纪发挥领导作用……世界在关注我们,因为美国有能力和决心在全球范围调集解决问题所需的共同努力——既是保护我们自身利益,又是作为进步的力量。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对手。
尽管如此,美国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既是有所选择的,又是自私自利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小布什政府时期泛滥的单边主义。奥巴马政府虽然在走向多边方面说了很多,它却没有终止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ICC)的抵制。2002年,美国就曾威胁称,如果不能从国际刑事法院获得一揽子豁免权,它就否决所有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奥巴马政府对国际刑事法院的敌意有所缓和,但它仍要求一切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在作出决定前,必须获得美国可以行使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批评人士将该政策视为对“国际刑事法院作为独立机构合法性”的一种威胁。[56]奥巴马政府理论上支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称其可以“提高联合国的整体绩效、有效性和效率,以迎接新世纪的挑战”[57],但它并没有为达到这一目标提供领导力。联合国改革的一个关键要素是对否决权的改革。美国一直是否决权的主要使用者。在1986—1995年间,美国行使否决权24次,而苏联/俄罗斯、英国、法国和中国分别行使否决权2次、8次、3次和0次。在1996—2012年间,美国行使否决权13次,俄罗斯和中国各行使否决权7次(此外,在联合国秘书长人选问题上,各国行使否决权共43次,尽管这些否决票是在安理会闭会期间投出的)。[58]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2010年通过的一揽子改革措施将更多份额的决策权给予新兴国家,但却因为美国国会未批准而陷入停滞。这些措施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六个百分点的配额比例转移到新兴市场,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4个执行董事会席位中的两个从欧洲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且为执行董事会的所有席位引入选举机制(在现有体系下,董事会成员是由五个最大的成员国任命的)。美国在规定的最后期限,2012年9月,推迟批准上述措施,这不仅“损害了美国的信誉,而且损害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的信誉”。[59] 在考虑多边主义面临的这些挑战时,必须记得多边主义的概念是以美国为中心的。约翰·鲁杰(John Ruqqie)在1993年编辑的一部有影响力的文集《多边主义》中(Multilateralism Matters)就阐明了这一观点。鲁杰承认,多边主义并不是战后美国人的发明。然而,“更仔细地观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能够解释多边安排数量的激增与其说是(美国的)霸权主义,不如说是霸权主义背后的美国”。[60]鲁杰将战后美国主导的多边主义与纳粹德国统治下的新经济秩序进行对比。后者虽然协调三个以上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却不能被称为多边,因为它是创建在德国和贸易伙伴国之间双边贸易和清算安排的体系之上的,这使得该体系“天生和从根本上就带有歧视性”。[61]纳粹秩序发挥势力范围的作用,缺乏开放性和公平准入性,尽管德国确实从伙伴国进口的数量超过出口的数量。
“美国的世界秩序”一直完全接受多边主义的概念,并对其进行补充。在先前的一本书中,伊肯伯里认同多边主义与美国霸权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他对美国追求多边主义的解释是,借助多边机构,美国等霸权国可以向弱小国家许诺不威胁它们或者让它们“任意行使其权力”,进而获取后者的忠诚和服从。[62]
然而,大家不应忘记,在上文中曾经提到,精心设计多边主义机构框架的正是美国。弱小国家仅仅是“接受这笔交易”[63],主要是为了减少它们对被美国操控或抛弃的恐惧。[64]尽管被许诺能免于被剥削和被操控,[65]但如果这些弱国不遵从美国的意愿,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包括美国在内的霸权国创立的机构很有可能会运用胁迫手段。弱国并不总是将这些机构视为合法的或善意的,因为它们基本上代表的是不平等关系和一种操控形式。比如,美国在第三世界创立的所谓多边安全体系,像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和中央条约组织(CENTO),就遭到了包括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很多国家的批评和拒绝。[66]
弱国也可以自行组建而非参与霸权国的合作型机构,以防止大国干涉它们的事务。在冷战期间,很多来自发展中世界的民族主义领袖拒绝了美国发起的、与它们的自治和平等愿望相冲突的安全和经济协议。东盟是小国和弱国组建的地区多边组织之一,它创建了一个限制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外部大国作用的框架,因为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在它们看来是毫无结果的和适得其反的。这里的教训是,弱国可能创建不同于全球性霸权秩序、更适合其特定目标和身份的地区多边机构。这种机构要么将强国排除在外,要么按照自身条件和在本土规范的基础上(而非按照霸权国确定的原则和方式)实现对强国的社会化。拉美国家反对美国的门罗主义以及冷战期间东盟创建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区(ZOFPAN)都是这方面的例子。由于无法为自己提议创建的机构获取本土合法性,大国可能接受弱国的提议和创建的合作机制,尽管这些机制会限制它们的选择和行为。如果不考虑没有大国发号施令或者领导的多边主义形式,就不可能理解今天亚洲的多边机制——特别是东盟(ASEAN)、东盟地区论坛(ARF)和东亚峰会(EAS)的起源和发展。
以美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概念存在的问题包括四个方面。第一,至少在初始阶段这一概念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公民社会或非国家行为体对以国家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概念构成强有力挑战,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都被忽视了。第二,它强调在自由主义霸权秩序框架下美国所创立的国际机构的积极作用,忽略了它们的消极和胁迫作用。这一概念认为,推进西方共同利益的合作原则和机制在第三世界能达到同样积极和有益的效果。然而,这些机构也扮演了胁迫角色,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世纪80年代在非洲实施的“结构调整”政策。如同基利(Keeley)所言,“自由主义方法假定而非证实规制(regimes)是仁慈的、自愿的、合作的和合法的。”[67]国际机构常常反映霸权的需要,并保护霸权。它们“普及适合世界权力结构的规范,这种权力结构通过支持国际机构自身来维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际机构是现状的‘压舱石’”。[68]
第三,以美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实践启发的理论路径很少关注非西方和发展中世界的多边主义。[69]作为自由主义者对多边主义理解的重要部分,规制理论(Regime Theory)最初主要与北方国家间的关系更密切。如同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所言:
规制理论对七国集团及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间在经济合作中普遍面临的问题论述甚多。相应地,它对于改变世界经济结构的做法就少有涉猎,比如第三世界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NIEO)的需求。事实上,规制就是为稳定世界经济而设计的,并且达到了……禁止和威慑国家彻底脱离经济正统观念的效果。[70]
第四,以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对多边主义的定义忽略了地区多边主义的作用。多边主义并不完全是全球性的现象。区域组织也可以具有多边属性,因为它们也可能遵守不可分割原则和互惠原则。换句话说,区域组织和多边主义(或普遍主义)不一定像一些自由主义专家所说的那样相互竞争和排斥。[71]然而,有启发意义的是,著作《多边主义》一书只将北约、欧共体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CSCE)作为地区多边主义的例子,它忽略了世界上的其他地区。[72]
如果美国本质上赞同多边路径,为何美国不鼓励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多边主义呢?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亚洲都特别重要,因为它既是冷战的重要战区,又是富有经济活力的地区,并且在很多人眼中还是在中美之间开展21世纪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竞赛的舞台。北约在亚洲的缺位会给多边主义和美国霸权之间的亲密关系构成挑战吗?这个难题的答案之一是,美国及其假定存在的多边伙伴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差距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多边路径会让同盟国“搭便车”,并且不会显著增强美国应对苏联和中国挑战的战略能力。[73]但是克里斯托弗·赫姆(Christopher Hemmer)和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指出,种族主义和偏见也发挥了作用。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多边主义需要衡量伙伴国之间的集体认同。战后美国的战略设计者们认同他们的欧洲伙伴,认为“可以将多边机构提供的额外权力托付给它们”,但他们“不相信东南亚国家也可以被赋予多边机构提供的更大影响力,也不觉得这些国家配得上(deserve)这样的多边结构”。[74]另一种解释是,艾森豪威尔威尔政府时期的美国希望但却未能在亚洲创建切实可行的多边安全框架,主要因为一些亚洲领导人反对美国强加的多边主义特定形式,即反对共产主义的联盟——东南亚条约组织。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将该组织视为新殖民主义统治的一种形式。[75]尽管这些解释各异,它们都表明在多边主义和美国霸权之间没有天然的或者必然的联系。
最近,以美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概念遭遇挑战。比如,“新多边主义”理念[76]提出了更宽泛的多边主义解释,认为除了国家之外,社会运动也在其中发挥作用。它还将多边合作的原则考虑在内,称其为“后霸权主义”,意指多边合作不再受制于美国的权力和意志。在安全领域,它们以共同和合作安全(欧洲理念)而非国家安全(美国理念)的概念为特色,或者以“安全合作”(欧安组织和东盟的基础)而非“安全防范”(北约的基础)的原则为特点。在经济领域,传统的自由主义聚焦美国和美国支持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等)推动的自由贸易和市场主导的发展,而“新多边主义”认可“社会组织和文化多样性的另类方法”[77],包括强调平等、社会正义和财富分配。
多边主义的传统概念不仅强调美国权力的作用,而且也特别考虑了西方跨国活动家扮演的角色。这种做法通常以忽略非西方世界或本土倡导者的意见为代价。比如,跨国性人权倡议组织的主导模式——“回飞镖模式”(boomerang)已经因为掩盖了“发展中世界人权规范的本土表现”而遭到批评。[78]本土人权组织的“地理位置、语言的模煳和边缘化”导致跨国性人权组织对其作用的关注度有限。[79]然而,这些组织在推进人权方面经常扮演关键角色。正如詹姆斯·罗恩(James Ron)所言:“跨国非政府组织和网络可以监督、告知和倡导所有它们希望的内容,但是如果本土人权捍卫者不投入时间和精力,实际情况就不会发生很大转变。”[80]
最后,多边主义若要具有可行性和合法性,必须在范围和宗旨上具有包容性。回到将民主国家联盟作为自由多边主义一种形式的观点上,或许更明智的做法是寻求创建更宽泛的多边框架,比如美洲国家组织(OAS)的《美洲国家民主宪章》或者印度尼西亚发起的巴厘民主论坛,而非追求民主国家联盟的理念。这一理念可能破坏与中国的关系,也可能无法在盟国间实现足以支持被改革或重构过的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理念的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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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兴大国:其他国家的炒作?
“新兴大国”和“崛起大国”的术语承认一群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战略地位上的提升,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一度被归为(在一些陈述中仍被归为)“第三世界”或“全球化中的南方”。可以归于这一类别的国家不是固定的,也并非没有争议。这些术语在被使用时常常涵盖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印度尼西亚、墨西哥、阿根廷、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韩国和土耳其。安德鲁·库柏(Andrew Cooper)评论说“崛起大国的描述”一直是“可扩展的、易变的和有争议的……没有一个首字母缩略词能够将该领域囊括在内”。[1]“新兴大国”这一术语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虽然崛起大国看起来能和新兴大国合为一体,但前者一般都是和那些明显有潜力成为大国的国家——比如中国、印度和巴西相关。“新兴大国”指的是印度尼西亚、韩国、墨西哥、尼日尔利亚和南非等国家,这些国家不被认为有望获得国际大国地位(为了方便起见,我将使用包括“崛起大国”概念的更广义术语“新兴大国”)。在崛起/新兴大国的行列中,俄罗斯是个很奇怪的存在,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欧洲大国,在冷战期间还是一个军事超级大国。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至少就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行为来说,它是一个“过时的大国”。[2]另一个让情况变得复杂的术语是“地区大国”,该类别更依赖一国相对于其邻国的自然属性和物质属性。不过,并非所有的新兴大国都可以算作地区大国。比如,韩国和阿根廷虽然是新兴大国,它们应当被算作地区大国吗?这些具有不确定性且富有争议的分类方法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影响到我们对国家在世界治理和秩序中所扮演角色的讨论。
“新兴大国”理念的流行和“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一术语有很大关系。一定不能遗忘的问题是,这个在2001年由高盛分析师创造的术语描述的并不是这些国家在全球秩序中的权力,而是2001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相对于投资者而言的潜力。[3]南非于2010年加入该集团,“金砖国家”(BRICS)由此产生。在2010年的一份报告中,高盛为这一概念辩护时指出,在之前的10年中,金砖四国为全球GDP增长的贡献比例超过1/3,并且已经从占世界经济的1/6增长到约1/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该报告预计金砖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到2018年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4]
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这位高盛分析师现在对金砖国家的经济前景已经不那么乐观了。但是,这一潮流因为“灵猫六国”(CIVETS,哥伦比亚、印度尼西亚、越南、埃及、土耳其和南非)、“经济突破型国家”[5](breakout nations,土耳其、菲律宾、泰国、印度、波兰、哥伦比亚、韩国和尼日尔利亚)等新缩写词的出现而得以延续。另一个类似词语是“迷雾四国”(MIST,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和土耳其)。各方有争议的是,这些分类中有多大比例是商业咨询公司自我推销的营销策略。
某种程度上,一国是否被认可为“新兴大国”/“崛起大国”主要是由其在俱乐部内(其中最知名的是“金砖国家”)的会员身份决定的。但是,也存在其他的俱乐部类型,其中一些主要是概念意义上的,比如BRIICS(金砖国家加上印度尼西亚)、BASIC(基础四国,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几个金砖国家),而其他一些俱乐部则正在发挥作用,比如IBSA(印度—巴西—南非俱乐部)和BRICSAM(金砖国家和墨西哥)。在更广义的层面,二十国集团(G20)是一个关键参考依据,[6]该俱乐部以其在全球金融中的重要性闻名,其成员资格几乎能自动为一国赢得“新兴大国”的标签。即使在经济方面,新兴大国的类型也并不相同。正如表4.1显示的那样,金砖国家这样相对紧凑的集团也是如此。
表4.1 金砖国家概览:1990年和2010年

资料来源:Suresh Singh and Memory Dube, “BRICS and World Order:A Beginner's Guide”(http://cuts—international.org/BRICS—TERN/pdf/BRICS_and_the_World_Order-A_Beginners_Guide.pdf)。已获转载许可。
表4.2 G20成员的经济情况(2009年估算)


资料来源:美国中情局世界概况数据(CIA World Facebook Data)。
总体而言,成员身份创建在权力的传统指标或物质能力(主要是经济能力,也包括军事能力、国土面积的相对大小和人口规模)的基础上。金砖国家的每个成员都是重要的军事大国,特别是相对于各自的邻国而言。这些俱乐部对成员资格的要求并不必然只看软实力,或者在理念、创新和问题解决方面的领导力,抑或可以称作智力和企业家精神方面的领导力。这就遗漏了过去和现在都以全球和地区领导力角色知名的一些国家,并且引发了人们对世界政治的新力量——“新兴大国”这一术语有多大意义的问题的思考。比如,在这些新兴大国俱乐部中,新加坡是被遗漏的国家,但它在亚洲和全球经济合作中却是一个有进取精神的国家。由于对其被排斥在二十国集团之外的结果表示愤怒,新加坡在联合国创立了一个全球治理小组。20世纪80年代,哥斯达黎加在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Oscar Arias)的领导下曾经在解决中美洲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泰国创立了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地区集团之一——东盟。二十国集团最初聚焦经济问题,但它也有应对安全事宜的强烈愿望。然而,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安全行为体,诸如埃及、尼日尔利亚,并不是二十国集团的一部分。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新兴大国”的术语已经在关于发展中世界秩序的讨论中占据重要位置。但是,尽管国际上关于新兴大国有不少杂音,且多数是由这些国家自己制造的声音,有关它们所扮演角色的分析一直只聚焦狭隘的短期政策,很多是和200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危机有关。论述较少的内容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兴国家的愿望和能力之间的差距,另一方面是它们给全球治理带来的益处和增加的负担之间的差距。
二十国集团:承诺和表现
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是争夺新型全球大国精英集团最重要成员地位的两个主要候选者。金砖四国的理念可以追溯到1990年,二十国集团是在1999年创建的,但它们在全球秩序重构(global reordering)中地位的转折点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让这些精英国家组成的集团在全球危机应对中发挥主要作用,而且也给它们创造了机会,去影响有关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未来的辩论结果。
但是,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金砖国家具备小而紧凑的优势。但是,除去已经提到的经济差距外,其成员国还在国内政治体系方面存在差异——一方面是民主国家巴西、印度和南非,另一方面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体和俄罗斯的威权政体。造成的后果之一是,金砖国家集团容易因为忽略民主问题而遭到批判,尽管它们呼吁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比如,加入金砖国家集团后,南非被视为将权力和一己之利置于原则之上的国家,这些原则是南非作为印度—南非—巴西俱乐部成员,和印度、巴西(而非金砖国家中的中国和俄罗斯)一起在人权和民主等方面作出的承诺。金砖国家中的三个成员——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南非和巴西并不是,后者早些时候曾宣布放弃核武器。因此,在金砖国家内部,各国对待核不扩散的态度也不一致。
更重要的是,金砖国家成员在全球秩序重构的关键议题上似乎没有足够的粘合剂可以让它们团结在一起。一个重要例子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争关系。而且,该集团内部在气候变化、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全球秩序议题上的不和谐声音(特别是中印在安理会改革议题上的分歧)不利于它展现一致的和可信的形象。一位中国分析人士在评价金砖国家内部的分歧时提出:“为何要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放到一起创造一个新词?实际上,这四国在很多方面差异巨大,有些甚至是根本性质方面的差异。”[7]因此,这些差异确实削弱了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的集体影响力。围绕金砖国家有很多炒作宣传,但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是:金砖国家的成员身份与其说是获取全球事务真正决策权的手段,不如说是一种地位的象征(和吸引外国投资者注意力的方式)。[8]
二十国集团或许是重塑全球治理更可信的推动者。该集团的人口总量占世界的80%,国内生产总值、金融总量和贸易总额分别占全球的90%、90%和80%。它还获赞“执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进而成功地阻止了一场潜在的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发生”。[9]正是因为它成功地阻止了金融危机,该机构在2009年9月的匹兹堡峰会上自称是“世界上排名首位的国际经济合作论坛”。[10]欧盟外交政策前任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Javier Solana)称二十国集团为“唯一能让大国和新兴国家平等地坐在同一张桌子前的力量”。[11]其他人认为二十国集团具备“暗中改变国际秩序的潜力”。[12]
二十国集团的支持者们看到的是它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以及其所能带来的诸多好处。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认为,二十国集团能弥合联合国秘书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联合国专门机构在治理机制方面的鸿沟,进而让联合国更有效率。它还能够让联合国的安全和经济团体——比如安全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之间的协调变得更容易。这可能有助于应对和解决中东和亚洲的地区冲突,带动有关全球事宜的讨论和辩论,让其他的多边机构更快采取行动,并且更好地从它们那里“汲取优点”。[13]
国际机构的改革是二十国集团日程的重要部分。时下,新兴大国已经具备坚实的基础(on solid ground)。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主要的国际机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创立的,反映的是那个时代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不容质疑的是,这些机构未来是否具有有效性和合法性取决于它们能否适应21世纪的新现实。
二十国集团有潜力推进全球治理的改革。它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全球机构改革的辩论带来了新的活力,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0年初步采取了略微调整成员配额的措施,使之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步骤(这让巴西、中国、印度和俄罗斯入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十大股东),[14]并且朝着完全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执委会这一目标又迈出了一步。
但总体而言,二十国集团在国际机构的改革方面几乎没有进展,在让全球机构更加民主和包容的方面面临巨大的政治和现实障碍。拓展和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特别是改革其否决权制度,已经被证明几乎是不可能的。二十国集团给全球治理体系带来的实际变化仍旧是微乎其微的。受到来自西方的抵制是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因素。与之相关的还有二十国集团成员间的分歧,它们并不只是存在于印度和中国以及中国和日本之间。比如,尼日尔利亚、巴西和印度的地区竞争对手强烈反对这些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获得永久席位的请求。“埃及和南非想知道尼日尔利亚为何具备特殊资格,阿根廷和墨西哥及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分别质疑为何选择巴西、印度。更小的国家对任何以它们为代价巩固强国地位的体系都感到不满。”[15]另一个最近的例子是,二十国集团未能从发展中国家序列中推举出一个共同的候选人,巴西拒绝支持墨西哥代表,这可能帮助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取代多米尼加联邦·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从而让该职位保留在法国人手中。[16]
而且,在全球秩序的整体新结构中,二十国集团的有效性和合法性一直都存在问题。虽然它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获得赞誉,但该集团对全球经济体系的长期健康作出的贡献却备受质疑。正如马来西亚经济学家阿比丁(Mahani Zainal Abidin)所言,二十国集团一直未能有效应对“基本问题——比如全球不平衡、汇率调整、预防经济泡沫和避免过度风险”。[17]关于它的制度化也存在问题和不确定性(它还缺少一个秘书处)。其可信度因为从一个峰会到下一个峰会之间缺少连贯性而受到影响。同样不清楚的是二十国集团是否会代替八国集团的问题。正如索拉纳(Solana)所言,“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之前召开八国集团峰会……只会让各个独立俱乐部维持的时间延长,这是不可持续的”。[18]欧洲在二十国集团存在的代表人数远远超出比例。本来应该成为二十国集团成员的国家却未能如愿。二十国集团代表性的问题可以通过“巧包容”(smart inclusion)的方式应对,[19]欧盟已经被包括在内,世界银行的发展委员会或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等更具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及东盟、非盟(AU)等地区团体和组织也可以这样。但是,朝着更大包容性作出的努力很可能是有争议的。
截至目前,尚未达成共识的是,二十国集团究竟应继续作为应对金融波动的“危机委员会”(在应对2008年危机中扮演的角色),还是应成为在更常规基础上应对更广泛议题、更正规化的“指导委员会”?一些人将其视为吸引各方关注全球主要问题的“全球焦点集团”。二十国集团被批评带有“惩罚性、强制性的文化”,并且几乎没有提供“能够替代美国霸权控制……的证据”。[20]二十国集团还努力将议程拓展到金融之外的领域,使之包括发展议题(比如2010年在首尔峰会上通过的“首尔发展共识”)、环境议题(2012年在洛斯卡沃斯峰会上的“绿色增长议题”)和安全议题。与世界银行、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峰会)等其他机构相比,二十国集团的比较优势尚未被证实。承担太多的议题可能会事与愿违并损害其可信度,就像2011年在法国担任主席国时期召开的戛纳峰会那样,反腐倡议、食品安全和金融交易税等都是讨论的议题。同时,欧元区危机已经给其地位造成消极影响,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其作用黯然失色。
二十国集团的出现对全球秩序有更大意义。它已经被视为西方国家及它们操控的国际组织所主导的全球治理结构走向终结的开始。二十国集团有潜力让世界秩序中传统的北方—南方或者西方—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的断层线(faultline)变得模煳或者在它们之间架起桥梁。比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改革问题上,美国(至少是奥巴马政府)与中国、印度、巴西站在一起,支持增加新兴大国的代表权,对抗不愿减少席位数量的欧洲国家。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合作的新精神正在取代原有的不信任和对抗行为吗?应当提醒大家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近的一些合作(不管是不是二十国集团开展的)都是危机引起的。这样的例子除了2008年金融危机外,还包括“9·11”事件、索马里海盗和利比亚事件等。不过,在利比亚事件中,当英法干涉超出了中国、俄罗斯、南非和巴西所理解的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时,南北关系中的断层线再次出现。危机驱动的应对方式在创建长期合作的过程中是否会持续、汇总成为更具永久性的事物,延伸到更多的传统安全困境(如同中美、中日、中印、俄罗斯和西欧间的关系那样),这些都有待观察。
南方大国和南方穷国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精英阶层弥合传统的南北方分歧时开展的新型合作是否可能创造南方大国和南方穷国(the power south and the poor south)新的划分方法?在这里,相关的历史背景可能会引起大家的兴趣。二十国集团和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有一定的沿袭关系。在二十国集团的成员中,有六国曾经出席亚非会议: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土耳其和沙特。当时南非尚处于种族隔离制度下,该国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派出两名成员作为观察员出席了会议。出席过万隆会议但未能成为二十国集团成员的国家中,埃及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
万隆会议受到冷战阵营分化的影响。土耳其(在泰国和菲律宾的支持下)与(受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支持的)印度发生冲突。二十国集团的两个成员——英国和美国曾竭尽全力对万隆会议采取破坏行动。英国担心万隆会议可能会让它面临更大的压力,进而放弃在亚洲和其他地方仍旧巨大的殖民财产。美国担心中国在宣传上获得成功。英美两个大国共同采取行动,阻止加纳的恩克鲁玛(Nkrumah)参加万隆会议,并且对受邀请出席会议的同盟国开展游说活动和施加压力,以使中国和实际主持会议的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中立国”受挫。它们甚至给土耳其、泰国、菲律宾等同盟国提供宣传材料(背景文件),告诉它们在会议上如何说和如何做。澳大利亚明确表示,它不想被邀请参加万隆会议。加拿大采取警惕和谨慎态度。苏联表面上支持万隆会议,但是却担忧中国太接近亚洲会有“冲淡”中苏同盟的风险(该同盟关系确实很快瓦解了,万隆会议可能是原因之一)。万隆会议奠定了第三世界政治团结的基础,后者成为全球南北分化的一个强有力标志。[21]
快进到现在:正如万隆会议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第三世界谈论最多的新情况那样,今天发展中国家中被谈论最多的集团是二十国集团。但是两者有重要差别,一个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积极意义,另一个就没有那么多积极意义。
首先,二十国集团成员中出席过万隆会议的国家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南非不再实行种族隔离制度。对于日本而言,万隆会议是该国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后首次进军国际外交(first foray into international diplomacy)。如今,日本已经成为亚洲和世界的关键角色。万隆会议还是中国在世界外交舞台的首次亮相。中国当时是贫穷且羽翼未丰的国家,很容易不被其他国家信任。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竭尽全力(以他自身形象和印度的影响力为代价)突出中国的亚洲地位,部分也是为了使中国逐渐脱离与苏联的关系。中国已是当今世界的顶尖新兴大国,在全球治理结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如今,印度不再信奉尼赫鲁式的理想主义,并且已经放弃其不结盟政策。它不再希望统一亚洲,这一任务早已被让给东盟。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已经变得更加民主。印度尼西亚已经朝着民主国家的方向作出痛苦但明显的转型,而万隆会议召开时,它正堕入威权主义。
南方国家的领导人不再是像尼赫鲁、纳赛尔、恩克鲁玛或者毛泽东那样的重要人物,而是以印度前总理曼莫汉·辛格和中国前领导人胡锦涛为代表的技术类官僚。从善于挑动争端的苏加诺(Sukarno)到内向的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no),印度尼西亚领袖的不同特征就体现了这种转变。
南方国家的这些变化是影响二十国集团政治的重要因素,并且证实了后者在弥合南北方分歧方面的潜力。万隆会议完全是南方国家间的活动,而二十国集团是南北方之间的论坛。万隆会议的焦点是政治性的,二十国集团虽然也会发挥一些政治—战略作用,却是经济论坛,未来这种经济论坛的性质很可能继续保持。
与此同时,南北方之间会继续存在一些旧的分歧,同时也会出现新议题,比如削减碳排放的目标、创造金融治理的新结构,这些在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时并不存在。二十国集团主要成员(特别是印度和中国)的立场仍旧框定在它们的艰难处境和作为南方成员的视角基础上。对于它们来说,国家发展的目标要优先于遵从西方对环保标准的要求。
将二十国集团视为南方阵营的终结(the end of the South)和全球南北方合作的基础,这是很诱人的想法。但是,它也可能意味着国际关系新极化的开始。对南方阵营来说,万隆会议及其催生的不结盟运动均具有广泛性和包容性,而二十国集团却受到代表性和合法性水平的困扰。尽管印度、印度尼西亚、南非、巴西和中国等二十国集团成员声称在该集团内部为南方阵营代言,二十国集团本身却被视为会让贫穷国家的利益和声音进一步边缘化的“专属俱乐部”。正如一位观察人士所指出的那样,“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越来越认识到,这些新兴的工业和石油大国不再为它们代言。国际媒体也模煳了发展中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界线,几乎没有提到二十国集团成员在最近几年已经成为全球金融寡头集团的一部分”。[22]来自南方阵营的二十国集团成员似乎急于抛掉“第三世界”这个带有贬损意味的标签。它们渴望成为整个世界而不只是南方阵营的领导者。万隆会议时几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包括尼赫鲁领导下的印度、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和纳赛尔领导下的埃及,不管是作为单个国家还是作为一个集体,都不对实现全球大国地位抱有幻想。但是今天,中国、印度、巴西和日本都渴望成为全球大国。
万隆会议因为公开呈现了两大阵营间的分歧而受到影响,这两大阵营一方是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和锡兰(斯里兰卡的旧称)等中立国,另一方是土耳其、巴基斯坦、泰国和菲律宾等亲西方阵营。还有观点认为,万隆会议上中印之间竞争激烈,不过这一观点有被西方媒体夸大之嫌。今天,不仅中国和印度之间的竞争被认为更加激烈,而且增加了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竞争,在万隆会议上中日之间根本不存在竞争。二十国集团成员之间的竞争还有可能外溢到其他南方国家,比如中印两国对非洲资源和市场的竞争,或者俄罗斯、中国和巴西对非洲国家销售武器的竞争。
二十国集团还有可能削弱南南合作的基石——第三世界的地区主义。包括中印在内的二十国集团成员并不具备它们各自所在地区或次地区发言人的地位,而且在已经获得二十国集团谈判桌席位的情况下,它们这样做的动力可能更加不足。作为二十国集团成员中唯一的非洲国家,南非声称会就其在二十国集团中扮演的角色与非盟展开磋商。与之不同的是,没有亚洲国家会与它们的邻国就如何确定二十国集团日程展开磋商。通过东盟创建地区合法性的印度尼西亚,目前表现出超越东盟和聚焦其二十国集团地位的愿望。就巴西而言,一个关键问题是,其外交政策是否应当“聚焦改善在南美洲内部的贸易关系以强化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或者巴西是否应当坚持它对二十国集团的领导权(assert its leadership of the G20),并运用这一地位‘重塑经济秩序和国际政治’(2007年6月,巴西总统卢拉在新德里所言)以在全球范围推进其利益?”[23]不管是对巴西还是对其他二十国集团成员而言,这都不会是容易解决的困境,特别是在本地区支持对它们实现全球领导力愿景至关重要的情况下。
规范追随和规范制定
按照国际关系中有关规范的传统观点,发展中世界或者第三世界国家通常被视为规范追随者而非规范的制定者。但是第三世界国家并不只是国际规范的被动接受者。[24]它们也一直积极地重新阐释不干涉内政和国家平等等传统规范,并赋予这些规范更加广泛的含义。第三世界国家也曾为发展中世界(或第三世界)创立新规范。一个主要的例子是不结盟运动的规范,它呼吁第三世界国家放弃参与两个超级大国领导的冷战军事联盟。最近几年,第三世界国家还为全球气候变化机制创建过程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规范的形成作出了贡献。这一规范意味着,南方和北方国家在保护环境方面有着共同利益,北方国家对全球环境危机承担主要责任,因此应承担更大比重的环保成本,包括向南方国家转让资源和技术,使它们能减少对有害环境技术的依赖。[25]而且,第三世界国家在规范方面的作用主要发生在地区层面,区域组织会在应对冲突和创建合作方面设定独特的规则和程序。[26]
一些人认为,新兴大国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为不太强大的国家促成公平与正义,并且寻求限制最强大国家的单边主义、多边主义或联盟活动”。[27]同样清晰的是,新兴大国仍旧坚持国际关系的传统规范,特别是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而非“保护的责任”(R2P)等更新颖的原则。不过,赫里尔(Hurrell)警告说,新兴大国可能会强化国际关系中的一些不良规范,比如经济民族主义和“资源重商主义”。[28]
新兴大国对全球规范的态度分化,反映出它们国内政治环境和安全政策的不同。它们坚定支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部分原因是很多新兴大国有严重的国内冲突。比如,印度的国内冲突包括一直困扰其东部和中部省份(邦)的毛派暴动,以及在印度东北部地区和克什米尔地区一直存在的冲突。俄罗斯不仅在车臣地区武装冲突不断,而且存在“政治体制高度集中化和个人化”、“腐败、寻租和央地关系紊乱”等问题。南非面临的挑战是,在这个世界上最频繁发生不平等现象的地方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冲突。[29]
不干涉内政是非西方世界中一直特别重要的主权基本规范。新兴大国对待该规范的态度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差异。尽管金砖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存在差异,它们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却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团结性。巴西重视主权与中国和印度相类似。这种对威斯特伐利亚时代主权的迷恋引发了新兴大国对全球治理贡献大小的问题,因为气候变化、全球金融波动等更为紧迫的挑战需要干涉一国内政。正如赫里尔所说,在应对“外交政策和国家面临的治理挑战时……气候变化、稳定的贸易规则、可信的国际金融体系——不仅涉及合作,而且必然包括深度干涉内政的规则”。[30]在新兴大国中,中国似乎最乐于介绍从本国历史文化中提取的新规范。比如,阎学通已经提出了“仁”(benevolence)和“义”(righteousness)等原则,它们可能补充现有的“平等”、“公平”和“公正”原则并挑战国际关系中(主要是美国领导)的霸权秩序。比如,“义”(他认为出自孟子)强调“一个人的行为必须正直、合理和必要”。他将其视为对民主正式定义的必要矫正。“在国际政治中,民主程序可能为国家行为提供合法性,但不一定保证这些行为的正义性。”“义”“要求国家行为的正义性”。在这里,正义性意味着在权力失衡之处要体现出对弱国的“仁”。比如,他指出,“民主只给弱国提供了独立发展权,而正义要求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31]
尽管印度、南非和巴西都具备民主国家的“证书”(credentials),它们却和中、俄联合起来。南非已经历民主化,最初对推进民主化也有着很高的热情,但是该国在反对非洲的威权政体方面已明显变得谨慎,这是因为南非执政党“非国大”和非洲领导人(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和已经去世的卡扎菲)的传统关系,也可能是因为“非国大”在安哥拉和津巴布韦等国家的投资。印度尼西亚采取了推进民主的政策,但借助的是较为温和的方式,包括支持缅甸的政变和借助巴厘民主论坛创建有关民主理念和实践的对话。
一些最新进展表明,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在主权和不干涉内政这些规范上的代沟可能在收窄。尽管中国和俄罗斯对干涉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南非和尼日尔利亚已带头将非洲不干涉立场转变为允许一些集体干涉,包括人道主义干涉的发生。尽管不应当夸大这些国家对不干涉原则的“稀释”(dilution)程度,包括新兴大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正显现出对规则制定更感兴趣、参与也增多的迹象,它们也正在为更新型的和更进步的世界秩序规范的形成作出贡献。“保护的责任”(R2P)规范的演化就是一个例子。不太为人所知的是,很多非洲国家的外交官和政治领袖不仅支持“保护的责任”的理念,也在其形成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负责任主权”(responsible sovereignty)这一理念的缘起通常归功于苏丹外交官弗朗西斯·邓(Francis Deng)[32],他曾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工作。在一个合作项目中,邓和他的同事提议说:“那些未能对人民履行责任的政府丧失了它们的主权。实际上,作者将主权重新定义为在特定领土范围内保护人民的责任。”[33]
在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ICISS)2001年12月发布让“保护的责任”获得全球主导地位的报告前,南非和尼日尔利亚的主要领导人就已经倡议采取集体干预以应对非洲的人道主义问题。尼日尔利亚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Olusegun Obasanjo)提出,早在1991年,“一个迫切的安全需要是重新界定安全和主权的概念……我们必须询问的问题是,主权为何赋予犯下种族灭绝和滔天罪行的政府以绝对的豁免权”?1998年,南非总统曼德拉告诉其他非洲领导人:“非洲有权利和义务采取干涉措施以根除暴政……我们必须都接受的是,当民众被屠杀以保护专制统治时,我们不能滥用国家主权的概念去否认非洲大陆其他地方有干涉的权利和义务。”[34]
阿尔及利亚外交官穆罕默德·萨农(Mohamed Sahnoun)是ICISS的联席主席。他将“保护的责任”称作“非洲对人权的贡献”。[35]非盟是首个将“保护的责任”写入其成立文件——《非盟宪章》(African Union Constitutive Act)的国际组织。它承认“非盟有权利依据非盟大会的决定,在发生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和危害人类罪的严重情况时干涉成员国内政”。[36]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亚洲,一直不太接受“保护的责任”规范,它们担忧的并非规范本身,而主要是其应用方式,包括它被西方大国滥用的可能性。
前景
对新兴大国角色的公允评价表明,它们的确在重塑全球秩序时面临很多限制。新兴大国俱乐部成员缺乏足够的内聚力,因此很难最大限度地利用全球权力变迁提供的机遇。与此同时,它们通过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等俱乐部开展的活动有创造新的全球精英主义的风险,牺牲那些已经提供其他类型领导力的国家的利益。它们在创建全球治理新原则中扮演的角色会因其不断强调国家主权的传统规范而受到影响。尽管新兴大国有很多局限,它们确实挑战了仍被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的不公正之处。它们也给国际体系引入了多元的文化和知识传统,在此之前国际体系主要缘起于西方的政治和知识传统(比如希腊—罗马文化和启蒙运动)。它们不可能被动地默许西方在21世纪主导全球规则制定和秩序创建,它们也不可能在没有重要让步的情况下被吸纳进入现有的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中。与此同时,新兴大国本身的力量并不足以创建一种可信的替代选择。原因之一是,它们崛起的地区环境要么增强要么限制它们的全球领导的野心和潜力。当美国的世界秩序终结时,地区环境以及地区联盟和机构在塑造全球秩序中的作用是我们思考未来秩序复杂等式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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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地区的世界
地区化世界秩序的理念并不新颖,但是在讨论世界秩序未来的背景下有必要对其重新关注。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的拥护者对欧盟或北约之外的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的创建要么不关心要么担忧。他们将地区主义同“地区集团”(regional blocs,它是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瓦解而非对世界秩序的建设的集团的简称)联系在一起。地区政治/安全和经济安排在数量和种类上的增加削弱了他们对自由主义理念和体系结构普遍性的信仰。在这种信仰的支持下,罗斯福总统曾拒绝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倡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安全体系结构的地区化。[1]当时,丘吉尔提议在组织战后体系结构时,创建涵盖欧洲、美洲和太平洋三个地区的委员会。罗斯福对该提议表示反对,他担心这些委员会可能会鼓励全球碎片化,并发展成为争夺最高地位而相互角力、竞争性的权力集团,由此复制因为两次世界大战而备受指责的19世纪欧洲均势体系。罗斯福希望创建单一、具有普遍性、能提供集体安全(“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国际组织。他是否也感觉单一的国际组织更便于美国的管理和操控呢?很明显,这位美国总统并未能目睹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这是一种不同于他所担忧的19世纪结盟关系的地区主义形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管是在欧洲还是在其他地方,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的性质和宗旨都发生了改变,并且也获得明显拓展。地区集团不仅数量激增,它们还接受了新角色,在设计和功能方面也体现了很大的差异性。[2]“地区世界”(regional worlds)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芝加哥大学一个现已不存在的项目组提出的。[3]它抓住了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更加广泛、包容、开放和互动的特点,与之相对的是19世纪的地区主义概念,后者狭隘且过时,这一概念不仅是罗斯福拒绝的地区主义,也是自由主义霸权的当代拥护者所担心的对象。
从地区世界的角度来看,地区并不是固定的地理或文化实体,而是由不断变化的社会身份和政治身份构成的。而且,地区既不是完全的自给自足的实体,也不是纯粹的全球动力的延伸。“多个地区相互重叠、相互矛盾,形成复杂的、处于不断变化中的权力、互动和想象网络。”[4]地区世界的视角反映的不只是地区内部的驱动力。地区不仅自行组织它们的经济、政治、文化互动和认同,还对世界秩序作出贡献。正如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所说的那样,地区“不只是某个地域,还是生产其他世界景象的场所,应成为我们理解其他世界的一部分”。[5]换句话说,地区世界是以从内到外而非从外到内的视角观察世界政治的。
与地区世界理念并存的是“新地区主义”的概念。[6]“新”、“旧”地区主义之间的主要区别是,新地区主义内容全面且多维度,旧地区主义只关注狭隘的和特定的(战略和经济)领域。另一个区别是,旧地区主义假定霸权行为体担任主导角色(或者“从外向内”、“由上而下”创造的“霸权地区主义”),而新地区主义强调“自主”性质(“从内向外”、“由下至上”)。[7]地区机构的创立和维持并不是由单个大国主导的。相反,有关秩序的理念和路径在来源和力量方面是由多个行为体分担的。这一观点不仅有别于霸权稳定论(已在第三章中讨论),而且不同于将多边主义视为战后美国霸权唯一产物的观念。一些地区秩序可能反映霸权的力量和动机,但我对地区世界的看法挑战了国际关系研究中十分普遍的、由上而下的观点——将地区视为由权力建构的。地区世界可能在没有霸权组织的情况下出现,或者甚至会对抗霸权组织。不管是哪种情况,任何霸权建构的地区世界都会遭到相抗衡的物质和观念力量的挑战。在地区世界中,“权力很重要,但是在建构地区秩序的过程中,对权力的地区反应可能更加重要”。[8]
自由主义霸权的世界秩序观反映的是对普遍性的深层规范性的要求。然而,这种有关普遍性的观念忽略了各地区层面行为体、方法和经验的多样性——包括对主权和安全的看法。[9]地区世界观对这种偏见提出挑战。然而,我所说的“地区世界”这一术语并不意味着整个世界正被分为很多地区,或者地区和地区主义正成为世界秩序的唯一驱动力量和运作场所。地区和地区主义是世界政治中的重要趋势,“地区世界”这一隐喻基本上体现了全球秩序中多种多样但相互关联的基础和动力。地区世界的理念讨论的并不是单一而传统的普遍性概念,而是多元的世界秩序构想。
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地区
我们对地区和地区主义的很多看法都是在冷战后美国占据支配地位的背景下形成的。如今,单极时刻已经结束,美国霸权的未来受到质疑,重新审视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正在变化中的形式是理所应当的。
从历史上来看,地区和地区秩序一直受到强势行为体的影响。大国对地区的边界作出界定,甚至给地区命名。英国在担当全球霸主的全盛时期就曾经这样做。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苏伊士以东的地区霸主——英国的刘易斯·蒙巴顿勋爵被任命为盟军在亚洲对日作战军事指挥部司令之前,“东南亚”这一术语几乎闻所未闻。“近东”、“远东”、“中东”等最常见的地区术语也是英帝国主义的遗产。美国也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对地区进行定义和命名,比如“西南亚”或者更加不相称的概念“阿富巴”(Afpak)。
一些美国领导人不赞同为了和平与地区安排共享联合国权威的观点,但冷战却推动美国在其安全伞下创建地区秩序安排。这些地区秩序安排包括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等冷战同盟,这些都可以被归类为霸权地区主义。今天,只有北约依然存在。发展中世界的霸权地区主义被证明是特别脆弱的。美国霸权有时也通过德国和日本等盟国影响经济地区化,这些在卡赞斯坦的《地区构成的世界》(A World of Regions)一书中有记录。[10]欧洲和东亚的地区秩序是美国霸权提供的集体产品(collective goods),比如冷战期间防止共产主义“威胁”的保护、美国的援助以及美国市场准入权。
但是,正如在第三章中提到的那样,美国对全球地区主义的支持一直是有选择的。出于权力、利益和偏见的原因[11],它直接通过北约(并间接通过欧洲共同体)支持欧洲的多边主义,但在亚洲却追求双边主义。有时候,美国甚至更进一步,在亚洲和非洲积极反对民族主义分子推动的地区主义和地区间主义,后者的发展独立并且拒绝屈从于美国霸权的战略目的。因此,正如在第四章中讨论的那样,在英国的纵容和积极支持下,美国艾森豪威尔威尔政府试图操纵1955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首先采取的行动就是鼓动其盟国让当时亚洲主要的地区主义者——尼赫鲁和苏加诺的目标受挫。[12]美国没有直接插手中东和非洲区域组织的创立,比如阿拉伯国家联盟或者非洲统一组织(OAU)(2000年成为非盟)。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组织在初始阶段是相当反美的,特别是纳赛尔执掌埃及时的阿拉伯国家联盟。美国在美洲国家组织内部享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该组织也被很多成员视为反抗美国霸权的手段。
单极状态终结对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意味着什么?正如在第一章中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很多描述未来世界秩序的时髦术语,比如“无极的”、“后美国的”、“新极的”等,淡化了世界政治和安全的地区背景。我们将目睹,美国在世界上塑造地区秩序、机构和生产结构的能力出现明显的减弱了吗?与美国权力和宗旨无关的地区机构和秩序会出现增长吗?在东亚,地区生产网络越来越以中国而非美国在亚洲的重要盟友——日本为中心。欧洲不断要求自主或半自主的防御身份可能是美国霸权所面临挑战的另一个(虽说有限的)例子。必须记住,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断层线出现在以德(时任总理格哈特·施罗德)法(时任总统雅克·希拉克)为一方、美国(时任总统小布什)为另一方的国家之间。在东亚,美国塑造地区机构的能力(从来都不是很强大),因为东亚地区主义的兴起而遭到削弱。东亚地区主义的一些版本(比如马来西亚前任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组织的理念——后来被更名为东亚经济论坛[East Asian Economic Caucus])将美国排除在外,尽管美国现已加入东亚峰会。[13]
地区主义正在变化的目的和关联性(relevance)
一些对变化的世界秩序富有远见的分析承认地区主义的重要性,但这种地区主义并不被视为霸权建构的产物。欧盟安全研究所的《EUISS 2030报告》(曾在第二章中讨论过)将地区主义看作“权力的矢量”(vector of power)。“创建促进和平和社会发展的地区合作集团的能力,是决定国家的地区影响力大小的重要因素。”[14]地区主义对提高埃及、尼日尔利亚、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等“中等强国”的国际影响力尤为重要。在亚洲,地区主义是塑造东盟和中国以及中美在东南亚和平关系的重要因素。该报告认为,中国和印度规模太大,不适宜与规模较小的国家一起参与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地区一体化项目,但地区主义仍是这些雄心勃勃的大国获得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和更广泛的南美合作等地区主义或许是巴西寻求实现大国地位的关键,但地区主义却不能给该国提供任何实现地区霸权的机会。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 2030报告》指出,“经济趋势(特别是表明更深层次地区一体化的地区内贸易增长趋势)暗示世界秩序有可能更多地围绕地区结构创建”。[15]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在2010年9月发表题为“新美国时刻”的演讲,演讲的特别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其中有大量篇幅都在谈论地区和区域组织。希拉里宣布“今日之挑战很少(如果有的话)能不借助地区背景获得理解或解决”,她在演讲中提到“地区”(包括“地区的”、“地区地”、“地区”等)的次数多达24次。演讲中有整个一节都是关于“强化地区体系结构”(未将北约纳入讨论范围,尽管北约基本上是一个区域组织,演讲稿将其放在前面关于联盟的独立一节中),有关内容甚至比另一节“21世纪的全球机构”还要长。而且,在讨论新兴大国的角色时,希拉里警告说,“中国、巴西等国对区域组织的应然状态有自己的见解,它们在忙于追随这些理念”。这是美国在塑造地区体系结构时需要“坚持参与并帮助规划发展道路”的另一个原因。[16]
很多新兴大国一直并且很可能会继续在地区中嵌入它们的地区战略和经济环境战略,这一事实进一步强调了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的重要性。比如,俄罗斯已经沦为一个地区霸主,其真正的影响范围局限在高加索、波罗的海和中亚地区(尽管俄罗斯在中亚正面临来自中国的激烈竞争)。巴西、南非和尼日尔利亚实际上也是地区大国。不管是这些国家,还是印度和日本,都不可能成为冷战期间美苏那样真正的全球大国,也不可能成为控制庞大殖民帝国时期的西班牙、英国和法国那样(不同程度上)的欧洲大国。欧盟实际上也是一个地区行为体,但其在欧洲之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地区很可能考验守成大国或新兴大国力量投射的限度。这些大国影响偏远地区的能力有限,因为其他地区大国具备与之抗衡的本土影响力。美国可能是个例外,但即便如此,也很难看到美国在没有与中国、日本、印度合作或者在其中任何一国强烈反对的情况下就能塑造亚洲的战略和经济未来。
如上所述,地区主义的关联性、性质和宗旨正发生显著变化。第一,冷战的结束带来的是对地区概念的重新界定。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CC)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等次地区集团的大量出现表明,阿拉伯国家联盟、美洲国家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等宏观地区集团(macro-regional groups)涵盖的地区范围过大,无法应对各国关心的特定安全问题。相反,冷战结束带来的是拓宽次地区框架及地区范围的需求。在东南亚,着眼于解决柬埔寨冲突、以反共为导向的东盟在维护地区安全、进行地区调停时,其框架被认为太过狭隘,因此它迅速将印度支那的共产主义国家拉入自己的阵营。在经济领域,东南亚或东亚的框架在管理地区经济相互依赖的真实结构方面被认为过于狭隘。因此,亚太的概念被推至前台,各国成立了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简称亚太经合组织)。不断变化的地区范围给地区合作带来新的关联性,不能仅通过观察地区合作的战后早期模式来对其作出评价。
第二,全世界的区域组织已经承担了新的职责和功能。在战后早期阶段,稍大的宏观区域组织(比如美洲国家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主要作用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而第一波的次地区集团(比如欧洲经济共同体、中美洲共同市场和东非共同体)主要聚焦经济一体化问题。[17]尽管西欧模式的地区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试图将经济和安全议题分开(因为北约的存在,很多欧盟成员也保留着与北约的附属关系),发展中世界的区域组织却很早就认识到,经济合作不能被有意识地与政治和安全合作分离开来。[18]因此,东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已经成为真正多功能的机构,将经济和安全角色相结合,并且将安全角色拓展到维和、和平建构、人道主义援助和干涉领域。亚太经合组织最初创立的目的是推动贸易自由化和应对太平洋地区的经济相互依存状态,但是该组织也悄悄扮演了安全角色,既是周边冲突(比如东帝汶)磋商的会场,又为应对恐怖主义等跨国风险提供框架。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NEPAD)的三个核心倡议(和平和稳定、民主和政治治理、经济和公司治理)也结合了发展和安全的目标。
第三,在有限地区主义存在的地方,全新的区域组织大量涌现。亚洲是冷战结束和非殖民化后唯一没有紧接着形成宏观地区集团的大陆。1994年东盟地区论坛的创立填补了这一空白。在某种程度上,东盟地区论坛是一个独特的区域组织。它是唯一将当代国际体系中所有大国汇聚在一起的地区集团。然而,它同时也是由东盟这个弱小的亚洲国家集团主导的。在曾经缺乏地区主义形式的南亚和中亚,也成立了一些次区域组织,比如1985年成立的南亚地区合作联盟(SAARC)和2001年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SCO)。
第四,为了应对新的跨国挑战,区域组织也在调整和重组自身。北约从一开始就具备清晰的集体防御功能,但它在冷战之后迅速拓展其角色范围,包括人道主义干涉(科索沃)和后来的反恐(阿富汗),由此保持其实用性。过去10年中,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跨国风险:恐怖主义、海盗和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等流行病。为了抑制恐怖主义融资、推进海洋安全合作和提高东亚自然灾害中人道主义救援能力,东盟地区论坛已经提出很多倡议。应对恐怖主义、金融波动、气候变化、能源供给、人员流动和其他跨国挑战已经成为全世界区域组织要面对的常规内容。
第五,尽管主权和不干涉内政仍是地区安全合作的障碍,一些重要变化也已经十分明显。[19]南非强力支持的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采用了“同行审议机制”(peer review mechanism),寻求超越威斯特伐利亚的主权概念。同样,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非盟等非洲区域组织和次区域组织已经多次采取了集体干预措施,这在将主权和不干涉内政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过去一直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区域组织愿意超越国家主权的传统观念,这可以从美洲国家组织在2001年通过的《美洲国家民主宪章》中找到重要依据。该宪章在推进民主方面作出规范性承诺,这与传统上对国家主权的保护形成对比。它允许在捍卫民主方面采取集体行动,其中既包括发生政变的情况,又包括民选执政者出现反民主和违宪“倒退”的情况。甚至在东南亚,尽管不干涉内政的思维定式一直存在,东盟已经创建起亚洲的第一个地区政府间人权机制。
第六,由于地区间主义实践的增多,地区主义和普遍主义之间的传统界线已经变得模煳。[20]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地区间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早期案例。其50周年纪念活动是和亚非领导人在万隆的另一场集会同时举行的。各地区不仅在成员之间还和外部力量一起定期召开会议。亚欧会议(ASEM)和东亚—拉美合作论坛(FEALAC)就是这方面的例子。非盟与欧盟、中国、印度开展常规互动。地区间主义引人注目的例子可以在亚洲找到,区域组织吸引的不仅是亚洲大大小小的行为体,还有整个世界的其他行为体。东盟提出并受其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其成员包括当代国际体系所有主要的大国: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日本和欧盟(只在东盟地区论坛内)。世界上两个主要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在其中(只在东盟地区论坛内)。地区间主义的这些形式并不指向美国霸权的拥护者们害怕的、由地区集团组成的碎片化世界,而是与“地区世界”的视角一致,将它们看作反对碎片化的力量和实际上通向后霸权主义稳定的垫脚石。地区主义的兴起至少可以部分归因于全球机构的局限和弱点,以及“越来越达不到预期的全球治理体系导致的后果”。[21]
确切地说,地区主义绝不是灵丹妙药。区域组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区域组织受到资源匮乏和机构能力不足的限制。对非洲地区集体行动限制更多的是资源和能力的不足,而非政治意愿的缺乏。在亚洲,由于日本和中国这两个经济上更强大国家的存在,国家间不信任和不干涉内政规范导致的政治意愿的缺乏是地区维和与人道主义干涉的主要障碍。地区治理的另一个障碍与国家对本地区霸主——南亚的印度、西非的尼日尔利亚、南部非洲的南非和东亚的中国(本章最后一节中有更多相关内容)的恐惧和不信任有关。
一些西方领导人和分析人士反对地区主义,尤其反对地区贸易安排,将其描绘为推动全球碎片化的力量。在20世纪90年代初,欧洲单一市场的创建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签订,以及马来西亚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EAEG),导致各方产生对世界经济三极分化可能取代全球多边体系的担忧。然而,这种担忧被证明是言过其实的。地区内贸易的增长并非以地区间贸易为代价;相反,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比如,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后,不仅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之间的贸易额有所增加,它们和东亚的贸易额也出现增长。类似的是,与欧盟内贸易增长相伴的是,欧盟与非欧盟的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non—EU European Free Trade Area countries)之间贸易的增长。[22]
从此之后,全球的双边和地区自由贸易协定迅速增长。在世界贸易组织(WTO)备案的地区贸易协定(RTAs)从2005年7月的330个(其中生效的有180个)勐增至2013年1月的546个(生效的有354个)。[23]这种情况发生的部分原因与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有关,各国担心落后于已签署协议的国家。但是,地区贸易协定也受到政治领袖中间一种观念的启发,即多边协议的生产周期较短、交付周期较长,而地区协议可能提供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更快路径。
地区贸易安排的风险包括保护主义和贸易分流,随着地区内贸易额的增加,该地区和外界之间的贸易额就会下降。然而,这些风险可能被夸大了。今天,大多数地区集团承诺“开放的地区主义”(open regionalism),这一概念虽起源于东亚[24],但也适用于世界其他地区。“开放的地区主义”主要被理解为非排他性的地区主义。[25]这一概念意味着地区内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结果不仅是减少地区内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还包括减少地区内外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壁垒。因此,“开放的地区主义”这一概念未来将妨碍自由主义国际贸易秩序的解体,也不利于欧洲和北美出现排他性的地区贸易集团。
成功的地区贸易集团易于吸引地区外国家(包括经济大国)参与其中,借此促进地区间主义和包容性,地区主义带来的全球经济碎片化的风险会被降低。同样,大的跨国公司受到地区协议所提供的更大的贸易和投资区域的吸引,往往会推动该地区集团在多边自由贸易规则内运作,因为这些规则能给跨国公司提供最佳的成功保障。地区贸易集团不仅会推动成员国政府抵制保护主义,而且会减少那些抵制自由化的本土行业带来的压力。[26]
地区贸易协定绝非多边贸易体系的威胁,它们已经对世界贸易组织的角色构成了补充。实际上,世界贸易组织本身也承认地区贸易安排能让多边贸易体系受益,因为它能让各国就现有多边条约之外的规则展开磋商并作出承诺,进而为新的多边贸易规则的达成铺平道路,正如在服务、知识产权、环境标准、投资和竞争政策等领域的情况一样。[27]地区贸易安排还可能是国内经济改革的催化剂,被政府用来释放承诺开放的信号,这一点在苏联集团国家的案例中表现得很明显。[28]地区主义让各国更容易就资本、服务、科技和人员流动的自由化展开磋商。[29]而且,促进地区贸易和投资关系有助于和平与安全,这一点已经被东盟成员证实,并且也是它们的南亚邻国正在效仿的对象。
总之,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的性质和宗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地区机构的数量不仅增加,覆盖那些之前很少有地区主义经验的地区,而且它们还接受了更多样的角色,包括发展、贸易、金融、安全、生态、人权、人道主义援助、难民和流行病。地区机构在扮演这些角色时相对独立于联合国体系,但多数情况下它们会与后者合作。总体而言,地区主义一直保持“开放”,并且一直支持而非威胁全球多边体制。因此,把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当作预示世界秩序碎片化的竞争“集团”的问题(包括“贸易集团”带来的被各方担忧但言过其实的挑战),这是毫无意义的。
作为模式的欧洲:霸权理念的局限性?
考虑地区和地区机构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时,另一个关键问题与作为世界其他地方的地区主义和地区间主义模式的欧盟角色有关。正如关于多边主义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以美国为中心一样,很多关于地区主义的研究基本都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其特点是“各方普遍认为……为了成为‘恰当的’地区主义,应当确立一定程度上带有欧盟风格的制度主义”。[30]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在欧盟的成功与其他地区主义的失败和局限性之间产生不利比较。
但是,欧盟整合性地区主义品牌在作为其他追随者的范式时遇到了挑战。在亚洲,地区主义的趋势与其说是通过正式官僚机构驱动的贸易自由化实现,不如说是产生于“市场驱动”的跨国生产进程。亚洲的跨国生产网络和“自然经济领土”(单个产品的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科技和劳动力可能取自和位于不同国家的领土范围内)是这种地区化(没有参照欧盟正式的政府间地区主义)最清楚的案例。[31]在非洲的案例中,地区内的联系并不是通过非洲经济共同体的宏伟计划创建的,而是来自在正式和非正式经济领域创建的各种跨国联系和次区域联系。
欧盟的来源和发展轨迹和世界其他地方存在巨大差异,这让把欧盟作为模式的观点变得毫无意义。欧洲和亚洲或许是21世纪初世界政治中两个最重要的地区,让我们来考虑一下两者在地区主义方面的差异。亚洲的地区主义与新地区主义和地区世界的视角更一致,其特征是缺少像欧盟委员会或欧洲法院这样的超国家机构。这种地区主义主要基于共识决策的东盟方式,更加非正式,法制化水平较低。
一般而言,对欧洲和亚洲差异的解释主要存在于四个领域:历史、基础目标、国内政治结构及与外部力量的安全关系模式。
历史
欧洲受到共同的宗教和文化传统的束缚,这被认为起源于罗马帝国。欧洲国家通过17—19世纪的均势体系展开了几个世纪的外交互动,其成果体现为集体问题解决机制的创建,比如1814年的欧洲协调机制(the Concert of Europe)。相反,亚洲是一个宗教、文化和政体错综复杂的地方,几乎没有像欧洲协调机制那样多边互动的记录。当然,中国的朝贡体系(在第三章中讨论过)可以用来驳斥这一观点,该体系一直持续到西方大国在清朝入侵中国之前。这既是一个外交和安全框架,又是一个经济框架。中国为弱小邻国提供保护,以抵抗掠夺成性的邻国(比如,15世纪时马六甲抵抗暹罗)。同时,中国也授予前者与其开展贸易的特权。但是,西方大国的入侵严重破坏了这些互动和关联,导致亚洲国际关系地区模式的演化出现了明显的间断性。
基础目标
两次世界大战将欧洲大陆带到彻底覆灭的边缘,欧洲地区主义是从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发展起来的。让·莫奈(Jean Monnet)和弗里德里克·舒曼(Friedrich Schuman)等欧洲的地区主义倡导者出于防止欧洲战火再度燃起的规范性愿望,提出抑制民族国家及其对绝对主权的渴望。对亚洲而言,民族国家和主权是新概念。为了避免再次出现长时间被外国统治和干涉的情况,亚洲的民族主义者在同样强烈的规范性愿望的推动下,强化了民族国家和主权的重要性。亚洲的地区主义通过维护而非压制国家主权来推进去殖民化和提升民族国家的地位。这就解释了为何亚洲会一直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并抵制为了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创建强大的超国家机构的行为。[32]
国内政治结构
欧洲,特别是西欧,拥有很多“强国”。它们在经历了几个世纪分分合合的演化后,已经达到了经济和政治整合的节点,这似乎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西欧国家都拥有强有力的自由—民主政治体系。亚洲国家“更弱小”,或者用卡赞斯坦的话说就是“非韦伯式的”,“用法律来统治”(rule by law)而非“法律的统治”(rule of law)在亚洲易于盛行。[33]欧盟模式假定,国内政治民主的强国是地区合作切实可行的必要条件。但在亚洲,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都支持地区合作。实际上,东盟在起始阶段是由独裁主义政权组成的,但它们也为地区统一作出了相当强有力的承诺。现在,东盟的政治多样性已经有所发展,但地区主义并没有被削弱。这里的教训是,与欧盟模式相比,亚洲的地区主义更加适应政权类型的多样性,更加符合很多非西方世界的情况。
与外部大国安全关系的类型
尽管欧洲和亚洲的安全都依赖于美国的军事存在和同盟承诺,欧洲的安全一直是多边同盟结构,而亚洲的安全却被设计为美国同日本、韩国、泰国及菲律宾之间(以及借助《澳美新安全条约》创建的美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所谓“轴辐式”双边同盟框架。欧盟一直在创建其自身的“外交政策和防御身份”,这几乎不能算是独立自主的事业,而是利用了和北约之间相互补充和相互重叠的关系来实现这一目标。亚洲不存在与之可对比的互补关系。在美国领导的安全结构和东盟领导的地区机构之间不存在互补性,后者将“轴辐式”体系的目标——中国也作为正式成员纳入。
欧亚地区主义之间的上述差异在不同程度上也适用于非洲、中东甚至拉美等其他地区。不过,拉美已经具备多边安全结构(如美洲防御体系),其特点是以美国为中心。这并不是说,欧洲之外的地区机构在机构特色方面都很相似。不管是在亚欧之间,还是在非欧洲机构之间,地区主义都展现了一系列不同的机构特色。然而,如果按照它们的基本目标——保护国家主权免受殖民大国侵犯并且防止外部干预——来判断,欧洲之外的地区机构并非多余无用,它们为维护地区秩序作出了重要贡献。在非洲,地区机构帮助维持后殖民时代边界地区的稳定,而在拉美,它们为推进民主作出了贡献。在亚洲,它们为冷战时期的敌对国家(越南和东盟最初的成员国、中美、中印、中日)以及国际体系中所有大国间的社会化创建框架,进而为稳定作出贡献。[34]
除了欧盟之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安组织,OSCE)也为非洲和亚洲的区域组织提供了重要的理念和机制。比如,在非洲统一组织(现在的非盟)1999年召开的峰会上,尼日尔利亚总统奥巴桑乔(Obasanjo)提出了一项关于和平与安全事宜的提案,这推动了非洲和平与安全新倡议的诞生:创建在欧安组织模式基础上的非洲安全、稳定、发展与合作会议(CSSDCA)。东盟地区论坛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欧安组织的启发。美洲国家组织采纳了欧安组织进程中的一些措施,也有人提议在地中海和中东地区创建欧安组织类型的框架。这些框架都共同强调信心和安全建设措施(CSBMs)。但是,在欧洲之外的地区采用正式的欧安组织风格和法律措施已经被证实是困难的,欧安组织的方法必须被调整并实现本土化。最近几年,欧安组织也已失去了部分光芒,这使其模式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这也推动每个地区寻找自己的和平与和解道路。[35]而且,自2008年以来,欧盟对欧元区危机的处置不力,降低了欧盟作为地区主义模式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吸引力。
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攻击凸显了以欧洲模式为基础,判断亚洲和其他地方区域组织的表现的局限性。在冷战后初期,俄罗斯对其欧洲邻国的安全威胁似乎要弱于中国对其东亚邻国的威胁。然而,与俄罗斯融入欧洲区域组织的程度相比较,今天的中国无疑已更好地融入亚洲区域组织。在欧洲,北约的扩张被乔治·凯南当作“整个后冷战时代美国政策最严重的错误”[36],这句话后被证实是美国自我实现的预言,因为扩张引发了俄罗斯的猜疑。格鲁吉亚危机还显示,尽管欧盟和欧安组织都精心设计了信心创建、早期预警和预防外交等机制,它们却未能阻止自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严重破坏国际秩序的行为。相反,亚洲的地区机构通过劝阻美国带头的对华遏制行为,通过让多边主义变得合乎中国的口味,并且运用中美之间的制约来缓和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均势,这已经(至少到今天为止)成功阻止了危害地区稳定的欧洲式的崩溃的发生。换句话说,尽管亚洲的区域组织因为未能赶上欧洲和大西洋的组织而持续遭到西方学者的贬低,它们在应对崛起的中国无疑比欧洲应对俄罗斯做得更好。长期以来,亚洲一直拒绝采取多边集体防御措施,避开北约式的联盟,从而避免对中国形成类似北约扩张给俄罗斯带来的挑衅的局面。北约扩张与欧安组织的集体安全原则(和敌对国的安全合作而非安全防范)相互矛盾。亚洲的地区主义实际上吸收了这一原则,虽未采取其法律化的形式(信心和安全建设措施、高级代表等),却追随其精髓,为中国展现了参与其中的真正前景。即使将北约扩张带来的挑衅放到一边,欧安组织的军事和政治干涉性可能都会加重俄罗斯政权的不安全感,这是东盟地区论坛或其他以东盟为基础的地区机构不可能给中国政权带来的。
近来,有很多讨论将欧盟作为“规范性权力”,也有很多讨论围绕欧盟在全世界(包括亚洲)传播地区主义的规范和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展开。但是,欧盟的这一形象存在矛盾之处。欧盟的大多数成员也是北约的成员,后者在所有人眼中都不是民事力量(civilian power)。欧盟的28个成员国当中只有7个国家不是北约的成员国。打着规范性权力的旗号,同时坚持扩大北约,这让欧盟成员国从两个世界中获得最大好处——对人的安全、和平建设等某些类型的世界秩序问题讲道德政治,同时对关键的国家和地区安全问题推行现实政治。欧盟外交和防御政策前高级代表哈维尔·索拉纳同时兼任北约前秘书长,这一事实至少在欧洲之外的人看来只会进一步强化上述看法。除非能对欧盟和北约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战略做出有意义的分离,否则在局外人看来,将欧盟作为道德超级大国谈论是没有说服力的。
欧盟和东盟展现了不同类型的政治背景和规范性目的。东盟实际是由相对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其自身安全取决于大国间的竞争情况。因此,东盟的规范性角色反映的是它对维护地区稳定、反对大国主宰和干涉的关心。相反,欧盟成员中有几个是历史上的大国,其作为一个整体也可以自称当代大国。欧盟追求的规范性角色旨在吸引较小的国家——其中很多都有严重的国内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突出了采取干涉措施的必要性。欧盟运用其规范性权力主要是为了影响和重塑其周边和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和地区机构的偏好和政策。而东盟的规范性角色与其对亚洲大国和国际体系的接触和社会化有关。这解释了为何东盟在面临亚洲金融危机和日益增多的跨国挑战等压力的情况下,却一直很难放弃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原因。这也说明下面的说法是非常不具有说服力的:欧盟的地区主义模式和规范性权力一直是东盟塑造最新制度发展(包括东盟宪章及其人权机构)的主要影响因素。
欧盟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地区主义的差异不应当被夸大。在某些方面,亚洲开展多边外交的路径可能更接近于欧盟而非美国。几年前,在单极时刻处于巅峰状态时,罗伯特·卡根曾指出,欧洲人不同意美国的“死亡文化”——他们倾向于以“善恶相争”的术语看待这个世界、“好战的性格”,以及为了达到国家目标青睐“胁迫”和“单边主义”而非外交和合作手段。在这方面,欧洲人和亚洲人对美国霸权在冷战之后处于巅峰状态时的这些特点有着共同的担忧。亚洲和欧盟成员国(托尼·布莱尔执政时期的英国是例外)都反对小布什时代的美国单边主义。卡根认为,与美国人相比,欧洲人“更能容忍失败,在无法很快找到解决方案时更为耐心”。它们在国际事务中会避开“定局”(finality),更喜欢“磋商、外交和说服”,并且强调“过程胜过结果”。[37]这些评论在亚洲人和其他区域组织当中都能找到共鸣。但是,很清楚的是,欧盟并没有垄断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创建的成功路径。今天,各方越来越认识到,有效的地区合作并不需要遵循源自欧洲经验的单一模式。地区集团及其范围和宗旨的拓展一直不是欧洲模式和路径向世界其他地方的简单扩散模式。
霸权地区主义的重演?
在新兴世界秩序中,地区安全安排(regional security arrangements)是否会继续处于霸权控制之下,这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之一。欧洲主要的多边安全安排——北约过去和现在一直存在于美国霸权的范围之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北约一直是“霸权地区主义”最重要的形式。正如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的经验已经证实的那样,适应集体防御需要、在大国的安全保护伞下运作的地区安全安排从来不受发展中国家的欢迎。甚至那些被设想获得大型多功能区域组织(比如阿拉伯联盟、美洲国家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非盟)支持的集体安全和防御框架对于确保它们成员的安全都不可靠。在第三世界,“地区安全安排”这一术语总是意味着争端的和平解决而非集体防御。
冷战的结束已经减弱了北约式霸权地区主义的吸引力。在华约迅速走向解体后,北约存在的时间超出了各方对其在后冷战时代会很快走向灭亡的预测范围。但是,为了保障其实用性,相比传统意义上的集体防御角色,北约必须接受与合作型安全组织有更多共同点的角色。假如北约之前并不存在,难以预测今天是否会成立这样的组织。尽管各方对中国军力的增长表示担心,在可预见的未来出现亚洲版北约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
这就带来了关于地区主义未来的另一个问题:单极状态的终结是否将为地区霸主的出现开辟空间?比如东亚的中国、南亚的印度、高加索和波罗的海地区的俄罗斯、南部非洲的南非、西非的尼日尔利亚和南美的巴西。米尔斯海默认为,所有胸怀抱负的大国都寻求实现地区霸权,这一目标比全球霸权更有必要和易于实现。[38]对于米尔斯海默而言,中国是后冷战时代这种地区霸权的明显候选国。[39]但是,曾经警告称后冷战时代多极化的欧洲将“回到未来”的米尔斯海默在欧洲问题上的认识并不正确,对中国的判断可能还会如此。
今天,几乎没有这种地区霸权出现的迹象。相反,新兴大国面对的关键挑战之一是它们对全球地位的强烈期待和地区合法性之间的差距。所有的金砖国家和很多二十国集团成员都是地区权力的中心。因为领土争端、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对霸权主义的怀疑等问题,一些国家(南亚的印度、东亚的中国、高加索的俄罗斯)和它们邻国的关系存在问题。这些地区问题可能将其卷入争端或者拖垮它们,进而影响它们对全球地位和影响力的追求。
而且,一国对“新兴大国”地位的追求可能影响其地区参与程度。为了追求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的成员身份所能带来的全球瞩目和声望,这些国家总是面临“超越”周边国家的诱惑。东盟的印度尼西亚(二十国集团成员)和(同属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的)巴西就曾经有这样的顾虑。新兴大国面临的挑战是确保它们的全球大国野心不以地区制约和代表性为代价。
新兴大国与其邻国接触时扮演的角色可以宽泛地分为三种风格。第一种或许能被称为霸权式/专横式。这种风格在历史上极端的例子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半球的美国门罗主义,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理念。今天,这一风格可能适用于俄罗斯的“近外国家”理念(Near Abroad,包括东欧、波罗的海国家、高加索和中亚)。不那么极端的版本,即专横但非彻底霸权式的类型,可能适用于印度一直以来在南亚的角色以及过去几年中国在东南亚的角色。尼日尔利亚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的角色可能也是专横式的一种例子。第二种风格或许能被称作“妥协式”。它描述当下巴西、南非和日本所处的地区关系。它们的邻国因为对过往的回忆而依旧担心大国占据地区主导地位。但是,大国通过地区集团开展合作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安抚了它们的邻国。
第三种地区风格可以被命名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德国在欧盟的地位和印度尼西亚在东盟的地位是这种风格的例子。在这两种关系中,大国过去都曾侵略过它们的邻国。但是现在,它们却对后者采取高度克制的态度。作为对这种克制的回报,邻国会认可大国的领导地位。比如,印度尼西亚在东盟的角色一直被比作在“金色的笼子”里的鸟。该国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等较小邻国的克制让后者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顺从,它们将印度尼西亚视为东盟中的“同侪之首”。在印度尼西亚与马来西亚的战争结束后,东盟于1967年创立,此后印度尼西亚及其近邻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
19世纪美国骑在近邻头上作威作福、追求全球领导地位的路径(门罗主义)将难以适用于21世纪的新兴大国。地区冲突和复杂性可能扼杀它们对全球领导权的追求。而且,与全球层次主导地区层次的冷战时期不同,在今天的世界,地区层次和全球层次的互动是高度相互依赖的。新兴大国没有它们所在地区集团的支持,可能在扮演全球领导角色时会受到很大限制。
一些新兴大国认识到它们的全球抱负需要某种程度上的地区合法性,它们正在周边地区扮演更具建构性的角色。在非洲,南非的主导地位确实遭到了批评,该国支持的倡议“非洲发展新伙伴计划”在一些地方被视为南非霸权的工具。但是,如果没有南非,非洲统一组织向非盟的过渡可能就无法成为可能。尼日尔利亚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对利比亚的干涉中发挥的作用引起了其他西非国家的不满,但该国对这次干涉的有限成功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其他的和平行动的影响却十分关键。在南亚,对印度主导地位的担心妨碍了南亚地区合作联盟(SAARC)的发展,但是如果没有印度的参与和支持,就很难看到该联盟任何有意义的进展。同样,印度与邻国的关系在最近几年已经趋于良性。在东亚,尽管中国试图主导区域组织的努力可能意味着出现后者的厄运,但若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些区域组织将毫无意义。目前为止,中国在亚洲区域组织的作用一直是负责任的和具有建构性的。
一些人认为,与欧洲相比,东亚是一个更有霸权倾向的地区。欧洲的现代国际秩序一直创建在威斯特伐利亚分权化和均势政治的基础上。亚洲地区霸权已经出现了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假设,作为大国的中国可能追求提高地区影响力并寻求在其临近地区(很可能包括东南亚和中亚)创建影响范围。如前所述,米尔斯海默等西方分析人士已经看到中国追求提高地区影响力的例证,认为在中国的魅力攻势(现已用尽)和中国的门罗主义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亚洲地区霸权的另一个场景较为温和。如同第三章中提到的那样,来自西方和中国的学者、决策者都已经提出在中国主导之下的和平且繁荣的亚洲景象。
但是,支持两种观点的例子都很少。中国没有按照门罗主义的方式创建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地缘政治框架,该国意识到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和风险。[40]它将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作为一种现实加以接受。温和的霸权场景也并不可信。很多亚洲国家,不管它们是像日本和印度那样的大国,还是诸如越南和韩国那样的小国,都没有搭中国的便车,而是小心翼翼地保持警惕。[41]
区域组织数量的激增、它们职能的拓展(既涵盖传统领域,也包括跨国议题),以及地区间主义的不断发展,这些都给新兴世界秩序带来了有益的多样性和领导力,使其不再只是遵循美国单一霸权统治或者欧盟强调法律和集中化的合作模式。正如韦伯和詹特森所言,“让这些(非西方地区)关系非同一般之处在于,它们既不反对也不接受西方的规则——相反,它们在西方规则周围‘挖掘’,进而降低其实用性”。[42]它们确实让世界显得不再那么以美国为中心,但是这些地区世界远远没有预示全球的碎片化或者地区霸权的崛起,它们可能是21世纪维持复合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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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共谋的世界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他的《后美国世界》一书中指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和从业者中,总有一种关于国际和平如何持久和为何持久的主导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最稳定的体系是只有一个霸权国的体系,这个霸权国维持秩序。”[1]但是作为一个长期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并对政策辩论比较了解的学者,我在学术文献或政策文献中,没有发现对这种论断的有力支持,使之至少可以有资格被称作“主导理论”。正如第三章讨论的那样,扎卡里亚一再强调的霸权稳定论由于其种族中心论,以及对世界政治稳定和变化的解释能力有限而受到挑战,不足为信。大家日益认识到国际秩序的创立和维持更加复杂,要依赖更为广泛的行为体和机制。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公共事务评论家对未来的世界政治提出了种种推测。其中的一个初步判断是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多极世界,类似于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欧洲国际体系。大多数人欢呼冷战的结束,而其他人认为多极会使未来的世界秩序跟欧洲的过去一样,具有大国较量的特点。他们甚至表达了对冷战两极稳定状态的怀念,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冲突和人道主义灾难。
1991年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入侵伊拉克,是否能证明多极比两极更稳定的争论很快被围绕“单极时刻”的新辩论取代。一方面,单极时刻的倡导者认为单极是稳定的和持久的。美国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积极监督和对付潜在的挑战者。然而,单极消失的速度比倡导者预想的要快。最乐观的倡导者估计单极状态会跟冷战一样持久。与此同时,那些认为单极不会持久的人对于其终结方式的判断是错误的。单极状态的终结不是由其他大国的崛起导致的,尽管这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这不是保守的孤立主义,恰恰相反,单极状态本身就孕育了其自身死亡的种子:表现为美国小布什政府的自大和单边主义。单极终结的加速不是因为孤立主义,而是因为冒险主义。
很多关于世界秩序的推测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点也不奇怪。这些人常常引用欧洲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来做例证。但是当今世界正朝着一个没有历史先例的情况发展——地理位置不同的数个国家同时崛起,并定期不断地展开互动。尽管历史上也曾出现大国分布于世界不同地区的情况,它们彼此之间却相对孤立。当下,全球化以及相伴而来的交通通信革命和全球机制的出现使大国作为一个整体彼此互动和影响国际关系成为可能。因此这个世界用传统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极”的概念来描述不合情理。在“非西方世界崛起”等夸张说法的影响下,等到分析人士认识到这一点时,美国权力的核心信念——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理念将卷土重来。
从这个视角来说,美国可能在衰落,但美国创立的自由秩序或自由霸权秩序将会持续,甚至会接纳新的挑战者,包括中国。这种视角尽管很实用地凸显了美国霸权的仁慈方面,但存在重要瑕疵。它以夸张的视角看待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范畴,掩盖了它更黑暗的一面,这一秩序的黑暗面甚至在“9·11”事件之前就使该秩序遭到有力抵制。这种视角不大承认其他国家和跨国社会运动在构建国际和地区合作方面的作用。
我在本书中给出了即使美国能从目前的经济衰退和合法性危机中恢复过来,未来的世界秩序也不可能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若干论据。即使美国本身没有衰落,美国主宰世界的程度也在下降。由此产生的世界秩序不会狭隘地反映美国的利益和价值,也不是美国的、霸权的或者自由主义的秩序。
那么,什么会取代美国创建的世界秩序呢?回答这样的问题注定是推测性的。但是复合世界的理念体现了单极时刻消失之后可能出现的两种秩序路径。第一种可被称为全球协调模式,第二种是地区世界模式。
协调理念认为大国在管理国际秩序方面肩负特殊的责任。尽管大国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竞争性的,它们在维护国际稳定方面形成了共同的利益。为此,它们创建规则和制度并展开互动,这不仅减少了彼此间的竞争,而且总体上管理了影响国际体系运作的其他冲突。因此,虽然协调与单个大国的霸权的性质不同,它本质上也是一群大国的集体霸权。
在新的全球协调中,美国需要与新兴大国共享权力和权威。这就要求美国为了国际体系的运转,放弃一些特权,以求得到新兴国家的信任与合作。美国与新兴国家的关系是任何可能的协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协调模式虽然不是没有问题,但比起“非西方世界崛起”这样一些夸大其词的说法似乎更有道理。“非西方世界崛起”的说法认为,美国和西方的主导地位正在走向终结,新兴大国将扮演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地位的角色。但新兴大国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地位。新兴大国可能拥有不断增长的物质力量(经济和军事方面的),但它们自身也存在合法性赤字和权威局限性的问题。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领导力受到国内不稳定和某些情况下地区合法性缺失的掣肘。新兴大国不是要取代传统大国,只有把新兴大国置于地区背景中,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它们能扮演的全球角色是由它们各自所在地区的事件和联系程度决定的。
新兴大国既不代表又未穷尽替代性治理或后霸权治理的可能性。美国和国际社会需要开阔的视野看待谁是“新兴大国”,而不只是聚焦金砖国家。
与此同时,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间的全球协调理念面临三个主要挑战。第一,新兴大国本身不是有内聚力的组织——它们受到彼此之间冲突的困扰(如中印之间的问题),也在全球机制改革方面存在分歧(如联合国安理会的扩大)。第二,协调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些共通之处,但新兴大国之间缺乏这些,而且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也缺乏这些。第三,协调本质上是一个大国俱乐部。弱国被边缘化了,至多也只是起次要作用。当人们谈论协调时,他们常常想起的是19世纪的欧洲大国协调机制。这个体系起初运转得不错,但后来衰落了,1854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使这个体系最终崩溃了。与19世纪不同,今天的国际政治要求更高水平的透明度、问责制、民主宪法和管理。过时的协调模式不能提供这些东西。这个问题因为以下事实而更加糟糕:新兴大国对全球南方国家阵营有潜在的分裂影响,而它们与老牌大国创建的俱乐部(如二十国集团)本身就有合法性问题。这些新兴大国被看作全球金融卡特尔的成员。
第二种世界秩序模式是地区世界的视角,它更符合多厅影院的比喻。这种地区主义不一定取代普遍主义,但它是通向普遍主义的阶梯。
冷战期间,美国有选择地支持地区层次上的多边主义,在欧洲鼓励多边主义,在亚洲则偏好双边主义。反抗殖民主义或追求不结盟的地区主义运动要么被忽视,要么遭到反对。因此,美国的世界秩序的终结可能给世界上的地区、地区秩序和地区主义开辟更自主发展的空间吗?这样的秩序看上去怎样呢?这些多样的地区主义会如何创建联系呢?
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的奠基人如罗斯福总统并不相信地区主义,他把它等同于竞争性的地缘政治集团来看。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一些当代支持者也很担心同样的问题。但是,正如第五章讨论的那样,地区主义和地区秩序的性质和目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今日的地区主义更宽广、包容、开放和具有互动性。因此,这可能正是美国更密切地、更有意义地接触地区集团的大好时机。它与自由主义者担心的那种狭隘过时的、19世纪以来的地区主义概念迥然不同。
新型地区主义已经出现,一些是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比如欧盟,还有一些是非正式化和非条文主义的,如东盟。地区组织承担了很多新的角色,超越了诸如贸易自由化和冲突管控的传统功能。如今,它们开始参与和处理跨国问题,比如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援助和干涉及金融合作。新兴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性转变可能是地区秩序不再那么适合服务于美国的权力和目的[2],而更多地反映了本地行为体的利益和身份。这并不是说会出现一个替代性的地区霸权,如中国在亚洲的地区影响力。这不可能成为现实。中国就军事能力和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言存在严重的不足。它缺乏的不仅是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还有对邻国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充分约束力,这就限制了它获得地区合法性。尽管最有可能出现的非霸权的地区主义形式不能解决所有的全球问题,但没有地区层面的行动和反应,重要的问题都不能解决。多样的地区世界能很好地提供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础。
承认地区的世界并不意味着忽视像联合国这样的全球机构。事实上,地区主义能够加强联合国的作用。进一步推动地区主义可以使联合国的改革任务更加紧迫和可能。对美国来说,更多的地区参与能让它在借助北约等正式联盟或亚洲双边条约之外分摊出去更多的责任。例如,通过更密切的地区接触,美国可以利用地区路径更好地处理很多跨国危险。而且,地区秩序建设的路径也将帮助美国应对新兴大国。很多新兴大国主要是地区强国。因此它们采用不同的方式来和邻国打交道。美国和其他崛起大国可以鼓励和帮助这些地区的行为体和新兴大国如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在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通过广泛的地区接触,它们也可以约束那些对邻国采取胁迫态度的国家。实际上,这样的路径已经体现在美国的东亚政策和它对其他地区政策的变化上。
不过,全球秩序的纯地区视角有它的局限和风险。不同地区组织在组织结构、合法化和解决集体行动问题的能力上存在很大差异。人们不可能把一些在崛起大国势力范围内的地区组织排除在外。为了保持开放并对联合国体系构成补充,地区主义需要和全球机构的改革相配合。如果全球机构因缺乏改革和民主化而受到严重削弱,这会导致地区主义取代普遍主义而不是作为普遍主义的组成部分。
毋庸置疑,不仅是美国,新兴大国和地区行为体都需要重新定义和调整它们的角色,以维持后霸权的复合世界。对美国而言,这意味着分享而非垄断权力——一定程度上美国可以通过让其长期垄断的多边机构变得更为民主来实现。所谓新兴大国不应该在没有贡献的情况下要求获得认可。它们需要在维和与发展援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来支持世界秩序的创建,并且对它们的地区邻国显示更大的克制力量。地区组织应该被赋予更多的资源和最佳实践的分享经验,且同时保留在开放地区主义和合作安全的框架中。欧盟、东盟、非盟和美洲国家组织等应该起领导作用。联合国安理会应该至少以非正式的方式把更多的权威让渡给地区组织。
对于那些担忧在二十国集团类型的协调模式中出现全球精英主义风险和在地区世界框架中存在碎片化可能性的人来说,也许可以设想一种在协调模式和地区世界模式之间的混合体。这正是复合世界理念的内容。在一个复合秩序中,守成国和新兴大国会更好地理解新兴大国的地区背景,并与地区机构和行为体创建更为密切的联系。有很多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应该在不同的地区组织之间举行高水平的会议和对话,把它们的一些双边援助投入地区组织来提供能力建设援助,合适的话,甚至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地区组织中寻求成员地位——至少是观察员地位,并且对地区对外部干涉的担忧要敏感。同时,和经典的欧洲协调不太相似的是,复合的世界秩序对弱国需要更包容且能作出更积极的回应,这样才能让这一秩序享有更大的合法性。[3]与协调不同,复合秩序并不边缘化弱国,相反,强大的行为体尊重弱小行为体的自主性,并与它们合作去更好地管理秩序。复合秩序是一个多元文化世界的政治秩序。它依赖于政治和经济的相互联系和制度安排。复合秩序不是依靠单个行为体来构建的,而是通过多个行为体和机制的权力或目的来实现。这就提出了另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美国的世界秩序的终结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件好事吗?
“在美国衰落的时代,世界呈现何种面貌?”是布热津斯基在一篇评论中的标题。他的回答是“危险的不稳定状态”。[4]自由主义者担忧出现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重商主义、地区集团和双边条约的世界。[5]大多数评论家——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相信美国的衰落将预示着危险世界的到来。他们关于美国必须保持世界首要地位的观念根深蒂固,一个关键的标志是,大多数关于美国在世界地位和作用的分析,甚至是那些接受美国可能衰落的分析,最后开出的药方常常是告诉美国决策者如何扭转美国的危机,维持或加强它相对于崛起大国的首要地位。扎卡里亚在《后美国世界》一书中的观点,主要是基于下列人物的话语: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蒂普·奥尼尔(Tip O'Neill)、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u)、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卢·多布斯(Lou Dobbs)和汤姆·坦克维多(Tom Tancredo)。[6]他开门见山就说,“这本书不是探讨美国衰落而是其他地方的崛起”,这样的矛盾表述情有可原。我们可以从他的整个语气,特别是在书末给美国领导人提出的“六条方针”,把这句话更准确地转述为下面的说法:“这不是一本关于美国衰落的书,而是如何保持美国老大地位、击败竞争对手的书。”
如果能以平衡的方式叙述美国在过去的“美国世纪”里在世界中发挥的作用,强调美国的好处和贡献,同时也承认美国的放肆和局限性,那些旨在恢复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威望和影响力的种种建议会更加有用。对美国不用太多溢美之词,承认其他行为体(包括欧洲国家、非西方国家和跨国社会运动)在世界秩序塑造中的贡献并不会招来其他人的讥讽或不敬。它实际上可能会带来对未来美国权力在世界政治中作用的更多尊重和合法性。
通过承认自由主义秩序范畴的限度,理解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的作用和世界不同地区安全政策和变化动力的文化基础,美国也能够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多边主义路径,超越目前以美国为中心的叙述。正如韦伯和詹特森指出的那样:
大多数人不再相信美国的世界秩序被取代之后会出现混乱。该秩序的规则和规范引发了比以前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辩论。围绕该秩序还可以看到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以其自身独特的规则、制度和关系作为标识的一个没有西方国家的世界。人们不再认为公平社会的最佳模式是美国模式这种论述是理所当然的。[7]
世界上的其他新旧强国和不同地区组织有它们自己对本土和国际秩序的定义和视角。地区主义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其他地区日益重要,呈现出多种发展模式和路径,这是美国的世界秩序终结的另一个标志。这些不同的世界有强烈动机去合谋,而不只是冲突。
而且,有充分的理由说明为什么美国和它创建的霸权秩序的衰落可能对美国自己也是件好事。本书前面讨论的最可信的推测表明,美国仍将是21世纪世界的主要力量,但不会再独霸在军事、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主导地位。这种局面最明显的好处就是重蹈小布什时期超级单边主义(hyper-unilateralism)的机会将减少,这种单边主义对美国国际声誉和国内经济活力造成了损害。美国寻求多边主义并不是出于宽宏大量和慈善,而是纯粹为了分摊负担的需要。在美国被迫为其全球受尊敬大国地位奋斗的状态下,更谦逊和多边的美国外交政策也可能吸引更广泛的支持,并赋予美国的领导地位更多合法性。美国将更愿意去接受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并与它们和地区机构合作来应对全球挑战。衰落甚至可能会动摇美国的国内政治,使其更容易妥协和达成共识。
与美国衰落的概念一样,美国霸权重构的图景是不准确的和不确定的。但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当前世界秩序的不确定性的答案不是要去恢复美国的霸权。世界可能不会再看到类似于以前在英国和美国全球治理下的由单个大国主宰全球的情形,后霸权时代的全球治理和秩序将取决于多个行为体和跨领域的驾驭者。
未来的世界秩序不会没有竞争、冲突和暴力。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当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衰败时,秩序和合作就崩溃了。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冷战期间美国的世界秩序在物质和规范程度上的局限性,也忽视了美国是在有选择性地、自利地运用它的原则和制度,忽视了美国领导力中的强制因素(有一致同意因素),以及其他行为体对全球和地区秩序建设的贡献。这种过度以美国为中心看待世界秩序的实际危险就是看不到全球和平与繁荣中的其他行为体、工具和形态。世界秩序是由什么构成的,谁是它的创造者和破坏者,什么条件支撑或损害了它,对这些问题的更宽泛认识早就应该完成了。
世界秩序不仅取决于美国如何认知和协调与其他地方的关系,而且依赖于其他地方如何认知和应对美国权力。新兴大国或地区机构常常想要按照不会造成动荡、更有利于地区和全球和平的方向来塑造美国政策。这种因素不是基于均势逻辑,也不是基于自由价值共同体。它可能源于一种与美国和世界保持和平的愿望,也可能源于一种信念:全球的和平与安全并不只是美国的责任,美国需要其他地方的建议和帮助。东盟成员就是例证,它们既担心中国的崛起,又担心美国遏制战略的负面后果,故而同时接触该地区和世界的所有重要大国,这样可以引导大国进行战略克制,对彼此的行为负责。按照自由主义霸权理论,和平取决于霸主如何根据它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组织世界,取决于它拟定的其他国家加入俱乐部的条件。然而,其他行为体(包括新兴大国)同化霸权行为体(特别是不再能通过绝对命令统治的行为体)去接受它们推动和平与稳定的规范和制度的方式也能塑造全球秩序。当世界可能不再惧怕美国的时候,这种思考和视角会更具可能性。[8]
我们应该从四个维度来认识过去和兴起的世界秩序:高度、长度、深度和时间。例如,当说到高度或权力时,关于后冷战时代的很多辩论——如单极时刻、单极幻想和单极稳定——主要是基于物质力量分配的变迁,包括两极的终结或单极时刻的兴衰。尽管权力分配很重要,但它几乎不能抓住今天世界政治的复杂性。长度问题也很重要。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理念忽视了世界政治中地区的作用和地区性的秩序建构;但地区正在成为世界政治冲突和合作的重要场所。深度问题不仅展示了美国领导的品质,而且展示了新兴大国的领导潜力和合法性。缺乏时间感造成的结果是,将欧洲的过去和世界的未来相比拟,甚至当欧洲的过去和21世纪的全球和地区变化动力几乎不存在相似度时也拿来作比较,这是令人高度质疑的。四维视角比自由霸权秩序的主导理念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广阔、更全面和更长远的世界秩序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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